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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何立峰)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我国科技实力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

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创新投入大幅提升。研发经费从2012年的1.03万亿元提升至2021年的2.7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1.91%提高至2.44%，已接近OECD国家平均水平，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从4.84%提高至6.09%。创新生态不断优化。“揭榜挂帅”“赛马”攻关机制不断健全，高校、科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技术总师负责制、经费包干制、信用承诺制等稳步推进，科研学风作风持续改善，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得到激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新能级持续提升，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跻身全球科技集群前10位，首批国家实验室挂牌组建，科技领军企业发展壮大。重大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在中微子震荡、铁基超导、脑科学等前沿方向上取得重要突破，“嫦娥五号”首次实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成功问世，自主第三代核电机组“华龙一号”投入商业运行，高速铁路列车初步建立起完整的自主技术体系。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北斗导航系统开展全球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优势逐步形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成5G基站超185.4万个，占全球总数超过60%。科技增进民生福祉成效显著。科技支撑抗疫取得重大成果，医用重离子加速器、CT等高端医疗装备研发应用进一步加快。网上购物、电子政务、远程医疗等使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更好满足。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新科技革命同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了历史性交汇，我国创新发展既面临新的挑战，也面临重大机遇。随着全球创新版图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主要国家都在加强科技创新前沿领域和未来产业布局，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领域。我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紧抓机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断夯实科技创新物质基础，大力强化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通过科技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强大动力、提供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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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压茬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强化重大创新成果迭代应用，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要大力夯实创新能力基础。加强基础研究，完善财政资金支持政策，强化原始创新策源新动力。适度超前布局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前瞻引领型、民生改善型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高水平创新平台，打造区域创新高地。


要大力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大力促进电子信息产业、生物经济蓬勃发展，推动民用航空航天、新能源等产业创新发展，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深入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发展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业，推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技术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要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制度保障。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抓好科技成果转化改革等专项试点。构建全链条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培养基础研究人才，完善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机制，推动企业成为高水平人才施展才华的主阵地，塑造人才驱动发展新优势。


要大力强化高水平开放创新与合作。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依托重大科研设施平台加强国际合作，聚焦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公共卫生等重点领域，开展基础理论和产业创新合作，全面提高我国科技创新的全球化水平和国际影响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实现“双碳目标”需重视变革性技术

(来源:全球技术地图 ，作者:张宇麒 李维科)
当前，世界各国均面临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碳减排已成大国新的竞争领域。2020年9月22日，习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宣布我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下，能源领域变革性技术发挥的支撑性作用正愈发凸显。美国、欧盟、英国和日本等主要国家和经济体近期纷纷加大变革性技术项目部署，以期保持在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先地位。对此，我需重视能源领域变革性技术发展，尽早实现“双碳目标”，在大国碳减排竞争中展示我国的担当。

一、各国纷纷出台“碳中和”目标和行动计划


 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或已完成工业化阶段，其已基本解决传统环境污染问题，所以重点关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制定气候治理的国际框架并成为该领域的全球领先者。在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推动下，2015年，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确立了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涨幅控制在2℃内和努力实现1.5℃温控的目标，为全球确定了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2017年，主要国家在“同一个地球”峰会签署了《碳中和联盟声明》，承诺在21世纪中叶实现零碳排放。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主要国家承诺加大行动力度，并组建“气候雄心联盟”，以敦促各国开展更高级行动。

从国家和主要经济体看，欧洲方面，2018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2050年净零排放”政策性文件，涉及产业政策、金融和研发等关键领域；2019年11月，欧盟委员会发布“2050欧盟绿色新政”，推动欧盟“绿色发展”。该文件提出，到2050年欧洲将成为全球首个“碳中和”地区，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政策框架和时间表路线图，包括能源、产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各个领域。2020年7月，欧盟委员会又出台《欧盟氢能战略》，提出为实现欧盟2050年碳中和目标，欧洲到2024年将安装600万千瓦的电解设施以具备100万吨绿氢制备能力，到2030年将安装4000万千瓦的电解设施，以具备1000万吨绿氢制备能力，到2050年制备的氢均为绿氢，并将25%的可再生能源用于电解制氢。2021年4月，欧洲议会及欧盟各成员国议会就《欧洲气候法》达成临时协议，拟通过立法实现2050年碳中和的承诺。欧洲各国也纷纷出台政策文件。2020年6月，德国通过《德国国家氢能战略》，指出可再生能源产生的绿氢是支持德国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必要条件，德国将持续加大绿氢和公共交通等领域投资力度。2020年9月，英国政府推出一揽子绿色创新资助方案，支持用于重工业、建筑、航天和交通运输部门脱碳的绿色技术，实现经济的绿色复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也出台了政策文件，支持本国绿色经济发展。美国方面，拜登政府上台后，推出一揽子清洁能源政策，如重返《巴黎协定》；推出《氢能项目计划》《能源地球计划》，加大对太阳能、生物燃料、地热能、碳捕集技术、耦合能源系统技术等项目的投资；承诺到2035年通过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等。亚洲方面，2020年底，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绿色增长战略》，明确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并对海上风能、核能、氢能、太阳能和交通等领域的具体发展目标和重点发展任务。2021年5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全球变暖对策推进法》，进一步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日本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2020年7月，韩国政府推出新的经济刺激计划《韩国新政：国家转型战略》，并为其投入73.4万亿韩元（约600亿美元）。新政分为“数字化新政”和“绿色新政”两部分。其中“绿色新政”确定了韩国需从碳依赖性经济转变为低碳环保型经济，为韩国带来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升级。目前，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零碳”或“碳中和”的气候目标，其中2个国家已实现碳中和，7个国家已制定相关法律，欧盟（作为整体）正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20个国家（包括欧盟国家）已经发布了正式的政策宣示；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目标但尚在讨论过程中。

二、变革性技术将发挥关键支撑作用

变革性技术指通过科学或技术的创新和突破，对传统技术、工艺、产品进行一种另辟蹊径的革新，产生重塑行业乃至全球经济的颠覆性进步，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科技创新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能源领域的变革性技术极大程度促进了在人类的发展。例如，16世纪英国木材的短缺导致了煤炭时代的到来，随着煤炭利用技术的提高，煤炭被广泛应用于蒸汽机领域，并取代薪柴成为世界的主要能源。20世纪中叶，随着内燃机技术的突破，石油开采业和石油化工业的突飞猛进，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采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大加速了各国工业化发展的步伐。美国页岩技术的快速突破使得其从进口国转变成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并重塑了全球资源版图与供需格局。美国和欧盟的经验证明，变革性技术是“改变游戏规则”“重塑未来格局”的革命性力量。

从国家来看，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国家和经济体一直重视变革性技术研发。美国方面，为支持军事领域变革性技术的发展，美国于1958年在美国防部下设立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几十年来，DARPA在互联网、半导体、合金材料、GPS、远程医疗、隐形飞机和无人机等领域推出了大量震撼世界的变革性成果。2015年，DARPA发布新版《服务于国家安全的突破性技术》报告，表示将重视军事变革性技术发展，在快速打击对手、形成非对称竞争方面取得新突破。在能源领域，美国模仿DARPA的模式于2009年建立了美国能源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E），作为美国变革性能源技术的主要推动者。短短十几年，该机构在变革性技术发展方面已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太阳能、氢能、核能、地热能和潮汐能等领域开展177个项目，产生了88个新公司，产出了4614篇科学论文和716项专利等，ARPA-E也被誉为“美国能源创新的全能催化剂”。拜登政府上台后，将全球气候变化视为最严峻的挑战之一，签署了多项与能源和气候有关的行政命令和总统备忘录，期望通过大力发展变革性能源技术，发展安全、有效和经济的能源系统，减少碳排放，保持美国在气候治理领域的主导地位。此外，拜登政府还计划模仿ARPA-E构建一个组织独立的、结构扁平的、人员专业的和权力范围大的新机构——“低碳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C）。预计，ARPA-C将专注于变革性脱碳、碳回收和碳利用等碳相关技术，而ARPA-E将更加专注于变革性可再生能源技术，两个机构将更好地满足拜登政府的“新能源独立”和“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的目标。

欧洲方面，早在20世纪70年代，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委员会就推出了《1977—1980欧洲共同体科技政策指南》，指出欧共体需要协调各成员国的科技政策，加强欧洲高技术研发，随后推出了“技术研发框架计划”（Framework Programme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FP）。能源是FP中的重点内容，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能源、环境问题凸显，欧盟依托FP框架，加大能源技术的研发。在第六框架计划FP6（2002—2006）中，欧盟研究重点包括可再生能源技术、节能提效、替代燃料、燃料电池、氢储能等，目标是开发和使用新的技术，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第七框架计划FP7（2007—2013）中，欧盟研究重点包括氢能和燃料电池、可再生能源发电、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洁净煤技术、节能提效、电力/天然气网络和能源政策研究等，目标是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应对能源供应安全和气候变化，提高欧洲工业竞争力。2008年，欧盟出台“欧洲战略性能源技术规划”（European Strategic Energy Technology Plan），指出欧盟未来能源发展需依赖的关键技术，包括碳捕捉及运输与存储、欧洲电网、燃料电池和氢能、核电、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并对其中变革性技术研发进行了部署。此后欧盟2011年的《2050能源技术路线图》、2013年的《Horizon 2020研究创新计划》等计划均阐述了技术革命的重要性，并强调结合信息与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使欧盟引领新一轮能源革命。

从技术上看，根据美国大西洋委员会报告，2035-2040年能源储存技术、大数据、先进材料等新兴技术将迎来转折点，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将取代化石能源，开启“后石油时代”的世界转型进程。在太阳能发电领域，第三代太阳能电池技术、能源储存技术和智能电网技术，将使太阳能应用步入数字化与电子化。在风力发电领域，先进陶瓷、碳纤维、石墨烯等新材料的应用，以及风轮机和传感器技术的创新，将减少地理因素对风力发电的制约，降低风力发电的成本。在储能领域，中国和美国有望在未来十年内升级当下的锂电池技术，为民用电能储存带来巨大突破。氢能方面，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2019年发布报告称，质子交换膜电解装置和氢燃料电池技术已足以实现大规模经济投产，氢能将在工业与交通运输业发挥重要作用。核能方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称核聚变技术的突破已经逼近临界点，有望在未来15年内接入电网。目前，美国、中国、欧盟、日本、俄罗斯、韩国和印度正在合力建设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核聚变的商业化利用有望在21世纪中叶实现。

三、变革性技术正重塑能源地缘政治格局


    “双碳目标”下，全球能源系统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将对几乎所有国家产生影响，传统油气格局中的“集团化”博弈格局将转向能源技术竞争，并将产生广泛的地缘政治后果。

在博弈格局方面，在传统油气格局中，世界油气资源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使能源出口国和能源进口国围绕国际能源定价权进行“集团化”的政治斗争，例如由能源出口国组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及由能源进口国组成的国际能源署。而在低碳竞争中，风能、太阳能、水能与核能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在各国广泛分布，使传统“集团化”的国际博弈结构趋于分散化。能源关键元素出口国与能源技术装备制造国围绕稀土元素、锂、钴等资源控制权的博弈，将成为国际新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常态。

在能源权力方面，能源技术控制权、能源金融控制权成为能源博弈的核心。在全球层面，中美能源“新技术”与“新基建”将成为新一轮大国博弈的主线。国家维护自身能源安全的策略，从传统上的分散石油进口来源与渠道，转向发展新能源技术，以提升自身的能源供给安全。

此外，电力断供或将成为地缘政治新武器。大多数新能源以电力传输，区域电网将成为新能源传输的主要方式。在地缘政治冲突中，电力输出国可以通过切断跨国电网的方式制裁电力输入国，从而起到与油气制裁一样的政治效果，如2015年乌克兰切断了通往克里米亚地区的输电线路。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绿色发展、实现“碳中和”目标不仅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而是一个新的“战场”。绿色发展是一种道义，占据全球道德制高点，将不断影响全球的发展观、价值观、文化观；绿色发展是一种规则，全球绿色标准数量将不断扩大，绿色标准、绿色贸易壁垒将成为国际经济规则的重要内容；绿色发展是新一轮变革，将对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污染减排形成倒逼机制，先行者将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有益于其参与未来各主要国家和经济体的绿色竞争。我国正处于铆足劲追赶发达国家的关键阶段，在绿色竞争的赛道上占据优势地位，在绿色发展中树立大国形象、践行大国担当、输出绿色发展的中国方案是这一阶段的关键。为此，我须着眼未来全球能源变革，以解决国家长远发展需求、引领能源变革趋势为目标，通过在不同学科领域展开深度交叉融合，攻克重大共性基础科学问题，催生新的重大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带动新知识体系建立，培养能源领域变革性技术，提升我国在新一轮能源变革中的国际地位和核心竞争力，尽早实现“双碳目标”。

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有五个误区，建议十要十不要

          (来源： 秋凡科转作者： 秋凡)
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之间的合作，通常指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与以科研院所或高等学校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合作，其实质是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产学研合作是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方式之一，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存在五个认识误区，制约各方的合作，建议“十要十不要”。

产学研合作是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方式之一

科技成果转化对高校院所来说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强调，要把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纳入高校、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创新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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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等特点，需要跨越很深的“沟壑”，称做“死亡之谷”，科技成果转化者要承担技术成熟度、市场变化和资金回报等方方面面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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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熟度评价系统(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 TRL)是美国太空总署（NASA）于1980年代后期开发 ，将技术成熟度分为9个等级，是应用于新技术发展与产业化评估的有效工具。据统计，创新活动中42%的发明处于概念验证阶段，29%的发明处于实验室原型（机）状态，处于这两个阶段的成果熟化程度都不够，而能够实际商业化应用的只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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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死亡之谷”，产学研合作是重要的方式之一。高校、科研院所拥有人才、平台和成果优势，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具备资金、生产和市场能力，通过产学研合作，双方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共享各自无法获得的资源，促进科技成果实现转移转化、科技创新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强调，要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发挥企业出题者作用，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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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是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服务企业的重要方式。2019年，全国3450家高校院所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的合同项数为417872项，合同金额为933.5亿元，占“四技”合同总金额的86%。

产学研合作是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德国弗朗霍夫主要采用“合同科研”的方式，也即我们所说的产学研合作，服务企业创新发展。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认为高校和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广泛存在，并罗列出了高校和企业产学研合作的十种形式。美国斯坦福大学也十分重视和企业的产学研合作，专门印发了和企业的合作指南。

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存在五个认识误区

近年来，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合作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合作为各方带来了实实在在好处，但也仍旧存在一些认识误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误区1：误认为企业怕花钱
通常来说，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所需的资金都是由企业来承担。近年来，受疫情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不少企业发展都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上的花钱也越来越“谨慎”，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来用。为此，很多高校科研院就错误地认为企业怕花钱，没有合作的诚意。

其实，企业怕的不是花钱，怕的是不确定性，怕的是风险。面对不确定性大、风险大的产学研合作，企业就怕花钱；但如果不确定性小、风险可控，企业就不怕花钱。总而言之，如果不确定性非常大，哪怕花再少的钱，企业都害怕；反之如果风险小，再多的钱，企业都愿意花。当然有些风险虽然大，但是回报高的产学研合作，企业也可能愿意尝试。

误区2：误认为企业只要成熟的技术
高校、科研院所的成果成熟度通常都有所欠缺，往往是某个技术指标的突破，甚至是不惜成本并以牺牲其他技术指标为前提。这样的成果通常就是为了发文章或申请专利。高校、科研院所想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成果离产业化很远，企业是肯定看不上，更不会接受这样的技术，因此也很少去接触企业，更不会去尝试产业化。

其实对于一些大企业来说，高校、科研院所的某些成果难怕只是某个技术指标的突破，只要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也完全有可能产业化。高校、科研院所追求的是科学指标，企业追求的是市场指标，两者之间有“鸿沟”，有矛盾，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调和，通过深入的交流探讨，完全是有可能找到契合点。当然需要明确和强调的是，这种潜在的契合点是经过深入探讨交流出来的，不是靠简单的单方面的需求征集或成果发布就能实现的。

误区3：误认为企业不看好的技术就不会关注更不会投入
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经常会做一些看似“天马行空”的研究，而企业通常是结果和市场为导向。为此，高校、科研院所通常都认为，企业不会关注、不会看好，更不愿意去投入一些前沿技术。

其实不然，现在很多大企业特别是行业龙头企业，非常关注领域内的新技术，特别是来自高校、科研院所的一些新研究、新成果。哪怕经过交流对接后，企业并不看好这个新技术，但有时不看好归不看好，如果这个技术有足够的创新点和颠覆性，他们也愿意投入储备一些技术。因为他们怕万一他们不跟进，这种现在看似离产业化很远的技术，有一天成为颠覆性的技术，给他们带来“黑天鹅”式的打击，并威胁他们的行业龙头地位。

误区4：误认为与企业合作就不能发文章
技术是企业最重要的商业秘密之一，企业都非常注重技术保密，研发的方向和进展也通常不轻易公之于众。因此，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通常都会认为，和企业合作拿了钱就不能发文章。在现有体制下，文章仍是高校、科研院所对科研人员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不能发文章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科研人员与企业合作的积极性。

但其实现在也不然，很多大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也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开放，也能理解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评价考核的需要，所以在很多时候也会同意合作的科研人员发文章。但通常企业从保密考虑，会要求专利申请在前，发文章在后，至少也会要求专利和文章同步进行。

误区5：误认为好的合作就不应该有“冲突”
高校、科研院所通常会认为成功的产学研合作就是相敬如宾、如胶如漆，不会有任何“冲突”。其实，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是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承担着社会赋予的不同主业主责。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在文化、目标和管理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这些都可能引发双方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冲突”。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合作过程中存在不顺畅，甚至出现小“冲突”的情况在所难免。和企业合作怕的不是“冲突”，而是如何处理“冲突”。产学研合作是人与人的合作，找到对的合作对象非常关键，在此基础上产学研各方建立长效交流和合作的机制，在合作过程中求同存异，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最终才能共赢，并相互成就！

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十要十不要”

其一，和企业合作要更多地专注于发挥作为高质量科研成果供给方的作用，多做转移转化（如咨询、转让、许可、委托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少做产业化，尽量不要去参股企业，更不要去参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管理。

其二，和企业合作要多从具体项目着手，帮助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需求，少签订框架合作协议，更不要一开始就探索与企业的机制合作甚至平台的合作。务实的机制和平台合作需要在多个具体项目合作的基础上构建，缺少具体项目为抓手，机制和平台的合作很难落到实处。

其三，和企业合作要从简单容易的小项目着手，不要一开始就贪大而难的项目。通过简单容易的小项目合作，建立彼此信任关系，磨合合作机制，为后续双方大项目合作奠定基础。

其四，和企业合作要从短期合作着手，不要一下子就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商场”如“战场”，企业的商业计划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变化，产学研合作也因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变数。为此，和企业合作尽量先从短期合作着手，制定短期合作目标。即便是短期的合作，也建议适当分解出若干的“里程碑”节点，逐步推动直至最终合作目标达成。

其五，和企业合作一定要明确责权利，也就是所谓的“先小人后君子”。合作不要碍于情面，因为双方交流很顺畅，或者通过熟人介绍、双方关系很“铁”等原因，就认为这也没问题、那也没问题，甚至双方协议都没签，或者签了协议但在一些知识产权等关键问题上模棱两可，最终都可能引起合作上的“冲突”。

其六，和企业合作要注重项目的过程管理，不要只关注项目的签约，签约只是迈出了产学研合作的第一步，做好过程管理对项目最终能否成功至关重要，这也是把和企业一个项目的合作变成多个项目的合作甚至机制和平台的合作、把短期合作变成长期合作的关键。

其七，和企业合作要充分尊重高校院所科研人员的诉求，产学研合作需要科研人员去完成，不要勉强去撮合科研人员和企业合作，更不能代替科研人员去做判断，决定项目合作相关事项。一开始就“勉强”的合作，合作过程会更“勉强”，最终可能连“勉强”的结果都很难取得。

其八，和企业合作要坚持底线合作原则，合作要保持战略定力，要有所为更要有所不为，还要不卑不亢，不要为了促成合作一味让步，无底线的让步注定会为后续双方的合作埋下隐患。

其九，和企业合作一定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不要有“占便宜”的想法，更不能尔虞我诈。不是互利共赢的合作，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合作，也注定是不长久和不成功的合作。

其十，和企业合作要做好充分迎接困难的准备，不要低估困难。合作过程中存在不顺畅，甚至出现小“冲突”的情况在所难免。承认和尊重双方差异，求同存异、相互信任、通力协作是产学研合作成功的必要条件。

一次简单、容易和短期的小合作，为产学研合作双方带来的成效通常是有限的。一般来说，最有成效的产学研合作是那些着眼于长期关系的产学研合作。上面所提及的产学研合作十点建议，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帮助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基于长期产学研合作关系，求同存异、持续投入、稳定合作和相互成就，为合作双方带来的回报也将是巨大的。国内外很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产学研合作成功的典范都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如何快速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与基础研究能力？

(来源： 科学网 转自：中国科讯作者：刘益东)

导言：盘点十年磨一剑原创成果，让大材小用者及时胜出，快速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能力与智库实力。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就是要从引进吸收、跟踪跟进、集成创新为主，跃升为以原始创新、前沿引领为主，这一转变绝非易事。如果说引进吸收、跟踪跟进的科研难度是1，则原始创新的科研难度就是100、500，甚至更高，科研难度陡然上升。开展原创科研，目前占据大量学术资源的高端科学家们是否胜任？显然，答案并不乐观，其中一部分是不胜任的。因为长期以来盛行“唯帽子”作为学术带头人，他们中的多数一直不缺科研经费，科研条件优渥，但是原始创新明显偏少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扭转。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意味着中国科学家要进入世界科技前沿，与全球一流科学家进行比拼、竞争，依据国内相对水平评选出的人才“帽子”，没有多少意义。就像竞技体育争的是奥运冠军和世界纪录，全运会比赛的前几名与世界水平没有直接关系。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与基础研究能力需要具备许多条件，这些条件形成的时间长短不一。营造创新生态、厚植创新土壤、培养创新人才，需要十几年、几十年；完成科技体制改革至少需要几年时间，这些极为重要，但是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到成效。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迫在眉睫，能否在短期内（两三个月内）使得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能力和智库研究能力得到快速提升？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认为只要将现成的大材小用、大材中用的一流人才甄选出来，担任学术带头人，主持重大科研项目，主持一流学科，即可产生立竿见影的实效。为尽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紧急应对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此举至关重要，更是当务之急。本文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探讨大材小用的成因与规模；二是以“尖”识才、以“剑”识才，让大材小用者及时胜出；三是启动方案，在目前各地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建设一流学科的热潮下，率先实施一流人才甄选新举措者，将抢占先机，让“主题学者”“前沿学者”充分发挥作用，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将重新洗牌。本文所述的一流人才、一流成果、一流学科等均为世界一流。


1.有多少一流人才被大材小用？

目前，我国有多少一流人才被大材小用、大材中用?对此问题很难给出具体数字，但是可以从长期流行的“四唯”“五唯”人才标准做出估计。长期以来，人才标准的误区与错位造成数量可观的一流人才被大材小用、大材中用（两种情况本文统一称之为大材小用），由于对国际顶级期刊的过度推崇，认为国际顶刊论文等于国际顶级成果，结果长期流行以顶刊论文数量论英雄的一流人才标准。实际上，顶刊论文多是优秀成果而非杰出成果（一流成果），正如诺奖得主本庶佑指出的“真正一流的工作往往没有在顶级刊物上发表。这是因为，一流的工作往往推翻了定论，评审员会给你提很多负面的意见。”对论文、对顶刊论文数量进行计量统计，只能反映学科、学术的平均水平和常规水平，不能反映学术的前沿水平，而科技的竞争力是由前沿水平决定的。依据论文和顶刊论文进行大学排名与学科排名会出现名不符实的结果。例如，ESI全球前千分之一的学科不等于一流学科。2021年1月内地高校ESI全球前千分之一学科排名前三的高校为浙江大学（10个学科）、北京大学（8个学科）、上海交通大学（7个学科），遗憾的是其中两所高校在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牵头获奖）方面的记录为零，北京大学仅在1987年获奖一次。这说明在自然科学领域，三所名校鲜有世界领先的学科。U.S. News发布的2021大学排行榜，曲阜师范大学数学居中国第一，更是众所周知。同理，自然指数排名也不能反映前沿水平，表1列出2022年世界大学自然指数排名50强及其所获诺奖数量，我国有15所大学入榜，除清华有一位诺奖得主杨振宁之外，其余都是零，而其他国外大学的诺奖得主众多。基础研究等前沿水平如此悬殊，却都列入世界高校第一梯队，足以说明计量统计结果的缺陷。自然指数期刊为82种顶级期刊，审视表1即可破除顶刊神话。该表为自然指数（Nature Index）2022大学排名，右侧一列高校获诺奖数为笔者所加（引自拙文“怎样让一流人才脱颖而出——对一流人才的及时甄选、自主培养与前沿学习革命”[J]《中国经济报告》2022年第3期）。如果再加上各校获得图灵奖、菲尔兹数学奖等的情况（清华大学各有一位，其他国内大学为零），对比会更加全面。表1 2022年世界大学自然指数排名50强及所获诺奖数量[image: image6.jpg]20228 X B RIRRALE(0PSO) ERARE
i ) Coun | SoaR 012021
1 |EEAE 513 | eraz 150
FR T 1505 | soes &
EMN T Ed 1731 | 45039 o
4 [emnsnaE 2017 | _aes o
EEAS s [ asaer o
& [smnyEany 1253 | assor o
T JewAE 1393 | az001 [
[T EE 563 | 42908 o
5 gieas 1325 | azee1 1
FTR| 7Y 3 115 | aias it
11 lsmas 1306 | 41013 FTE]
12 PRrx 930 | s0a07 o
15 [minRERRSTER 1008 | s72s a2
14 IpRAERENRE 1147 | 5308 T
s moxs o52 | seias o
i6 lemikE 00| sasos 25
1T xS aragE 1000 | 209 20
FENNEEE ¥ T 2 962 | 2404 2
STRNIS T3 TE3 945 | w63 o
20 [mak 925 | 52035 o7
TENETTY S 625 | 0947 5
22 edix% 610 | s0aor o
25 [REAY (R sas | zo327 20
24 [mRHTRE 505 | z8805 m
5 zhsks 764 | 26706 7
e lmeray o771 [ zea7
27 mrat CT 73] 3
FENTE P s0i | zescs 1
FTNET T 952 [ 26714 21
ECMMETT £ L 769 | 2005 a7
ETRN NS 766 | 25177 7]
EFIN{ VP 69| 2ases &7
33 mlixs 458 | 2as46 o
ETHN T 53 617 | aasas g
35 [empESTER 515 | 2a171 20
3 [EmEky 708 | 23905 o
37 [mpHEAE 61 | zaa7s o
8 stk 513 [ zoien o
FrENE TS a5 | 2301 o
10 leEpRAEARTAR 65 | 215 11
4 [migaRimT SR 559 [ 2276 o
FrRm T ) 536 | ai7es 33
5 [prepxypEn whnE | se | ases 30
i [EEBEEEAY se0 | 1664 25
FOMNIEE FEx 559 [ 21060 e
TN EE 421 | 0782 o
V52T T Y cor | 20173 i
i lmsiay 599 | a0ois 38
35 [HEBEAY 551 | 1025 27
50 |atm B X ERERTE 573 | 10136 20

TR

B . LBARE. BHF.





以顶刊论文数量论英雄只是优秀人才标准，以原创突破论英雄才是一流人才标准，也是国际通行标准。此外，加之人才评选受到人情关系、学术偏见、同行相轻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为数可观的一流人才被埋没或被半埋没。由于标准错位和评选的不端因素影响，一些优秀人才（二流人才）占据了一流人才的位置，中材大用的结果造成双重危害：一则扭曲了正常人才秩序（大材大用、中材中用），防御性嫉贤妒能使得成事不足（做不出原始创新，无法自立自强）败事有余（贻误科研时机、大量浪费资源、拉帮结派、压制英才）；二则是较低入选标准的坏示范作用，使得一些掌握学术资源的学官，跃跃欲试，不务正业，以权谋私，消耗资源，败坏学风。较低入选标准导致更加激烈的竞争，包括拉关系、拼包装的恶性竞争。例如，某项目入选人数近年来增加到原来的1.5倍，据说增加人数最初的目的是想减少竞争的程度，实际上却可能适得其反，正如某院士所判断的，这个目的根本达不到，导致更多人都来参与竞争。只有标准高，才能减少参与竞争的人数。综上所述，由于一流人才标准错位，人才评选存在拼关系、拼包装等不当行为，使得数量可观的一流人才被大材小用，理工科领域如此，文科、交叉学科、智库领域更是如此。让大材小用者及时胜出，担任学术带头人，主持重大科研项目，主持一流学科，将快速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智库实力，给我国学术界带来足以改变现状的新力量、新希望。


2.以“尖”识才：原创成果作为学术招牌可替代人才“帽子”
如上所述，由于一流人才标准错位和评选的各种学术不端，形成了中材大用和“低标准、逆淘汰”（标准低不是好坏都过关，而是坏人坏事拉帮结派，劣币驱逐良币）等后果，严重阻碍原始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破五唯，特别是破除其中的“唯帽子”，是当务之急。首先要解决的是认识问题，科技界、政府部门、教育界、媒体等社会各界认清一流人才的标准和特征十分必要。有无原始创新成果是一流科学家的试金石。迷信“帽子”是因为缺乏对一流科学家核心特征的了解。认定科学家应有的地位和声望并不复杂，只需审视其有无原始创新成果作为标志性代表作，一项足矣。科技史和科研特点都表明，水平越高的学者越能用一项标志性成果反映其水平，如诺奖、图灵奖、菲尔兹数学奖，奖励的都是一项具体的科研成果。一流科学家都有自己的标志性成果，并作为自己的学术招牌，如高锟—光纤通信，冯康-有限元法，黄昆-多声子跃迁理论，薛其坤-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熊彼特-创新理论，库恩-范式理论，费孝通-乡土中国；一流科学家可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核心贡献，如诺奖获奖词，如钱三强发现了重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并对三分裂机制作出科学解释。硕果累累的科学大师，同样用最突出的成果作为学术招牌，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杨振宁-规范场。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一流人物都有标志性代表作作为自己的专业招牌。如达·芬奇-蒙娜丽莎，贝聿铭-卢浮宫玻璃金字塔。识别一流人才，不需要面面俱到，只要评价其一项原始创新成果足以认定。学术研究包括推进性研究和突破性研究两类，突破性研究产生原始创新。笔者将突破性成果的核心凝练为突破点四要素：①突破什么（学术定论/主流共识/思维定势/研究范式/现行做法/权宜之计/学术僵局，或技术定论/主流技术/技术范式/技术系统/技术僵局/应用系统/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技术经济范式/经济发展模式等。其中之一或几个）；②怎么突破的（通过提出和解决什么问题实现突破的）；③突破开辟的新领域及其意义和前景（这是突破性成果的核心特征及其与推进性成果的根本区别，是突破产生原始创新之所在）；④作为标志点，用一句话或一个术语概括突破及其产生的原始创新。由于细分领域很多，突破及其产生的原始创新并非凤毛麟角。笔者强调原始创新是开辟新领域，是“从0到N”（N=1、2、3…10…100…），不仅是从0到1，更是要从1到N，原始创新不仅是从无到有，而且要求这个“有”是源头活水、奔流不息的新领域、新蓝河、新蓝海等。成为拔尖人才、顶尖人才就是因为有“尖”，甄选一流人才不用面面俱到，只要评价其一项原创突破成果足以认定。用笔者提出的“互联网+代表作”评价法，对格式化的原创突破成果（规范展示突破点四要素等）进行评价即可。一流人才是做出原创突破的杰出人才，这是国际通行标准。经过两次聚焦（成果聚焦到代表作+代表作聚焦到突破点）然后 “以尖识才”，评价“尖”（原创突破成果）即可甄选一流人才。一流人才都有标志性代表作作为自己的学术招牌，以此可成为“帽子”的替代品。学术招牌有具体内容，可接受监督，可启发研究，可对接用户，而“帽子”只是一个标签，不提供任何具体有用的信息。有无原始创新、有无因原始创新形成的学术招牌，是一流人才的试金石。社会各界记住这一标准，即可破除“唯帽子”。创新人才的成长有自身的规律，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才成长的每个阶段、每个层级都需要人才帽子加持，实际上这严重干扰了公平竞争和人才成长。人才成长、学术进步需要的是公平竞争和宽松环境，人才可以分级，但是人才帽子不应分级，只给一流人才（其原创突破就是自己的学术招牌且可接受监督）以荣衔，这样既表彰杰出成就和人物，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公平竞争的秩序与环境。


3.盘点十年磨一剑原创成果，让大材小用的一流人才及时胜出


  
（一） 一把剑主义：一流人才的新标准
做出原始创新需要“热爱、天赋、专注、坚持”，这与奥运会等顶级竞赛上取得佳绩的条件一样。原始创新需要长期坚持、孜孜以求，原始创新往往就是十年磨一剑做出的突破性成果。为了方便及时甄选一流人才，笔者提出“一把剑主义”。强调标志性成果的重要性由来已久，作家丁玲倡导“一本书主义”，“一把剑主义”则指：学者应潜心研究，十年磨一剑，做出一项突破性成果，在科技史上“立得住、传得下去”，并作为自己的学术招牌，“一把剑”特征突出，易于识别。十年磨一剑的结果，往往有系列成果发表、有学界反馈，此过程特征有助于识别一流人才。职业学者的行为特征也加强了“一把剑”的可信性：其长期坚持研究一个问题，往往有三个原因：①确信研究思路、技术路线走通了，结论成立；②长期检索和国内外交流互动，确信是原创突破、独创独有；③不断得到学界积极反馈和好评，相当于经历了长期同行评议和认可。“一把剑”是学者的标志性代表作，是学者的学术招牌，“一把剑”包括剑尖、剑身、剑柄、剑鞘四要点：（1）“剑尖”：突破点四要素等核心贡献凝练成300字左右的一段话及标志点一句话；（2）“剑身”：发表同题系列论文论著专利清单；（3）“剑柄”：获奖、转载、引用、受邀作学术报告等学界反馈与好评；（4）“剑鞘”：国内外同类工作的盘点比较及优势。这些特征鲜明、高下立判。此外，剑友是指“一把剑”原创成果吸引的同行与求教者、传播者、应用者，以剑会友，形成学术共同体。有无“一把剑”，有无原创突破成果，是一流人才的试金石，一目了然，用户和同行可“以剑识才”。“一把剑”可破除“唯帽子”等顽瘴痼疾，避免“中材大用”的危害，一把剑作为学术招牌代替“帽子”，回归学术正途。盘点十年磨一剑原创成果，按照上述“一把剑”四要点进行规范展示，大材小用、大材中用的一流人才必将脱颖而出。一流人才与二流人才的区别不是程度上的，不是95分与70分的区别，而是方向上、层次上、维度上的区别，向一流人才咨询，可以扑捉先机、出奇制胜；学科和项目的主持人是一流人才则能够实现目标，引领发展，自立自强。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目前各地正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3+N”格局下，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率先盘点十年磨一剑原创成果者，将在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双一流建设的一流人才延揽竞争中抢占先机。
（二）建立“主题学者”名录数据库，开启科研业务流程重组
及时甄选一流人才的标准与方法有许多应用，例如甄选“主题学者”，建立“主题学者名录”数据库。目前，对接专家学者主要依靠行政渠道，对接知名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层层落实，由其基层负责人安排学者承接任务。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方式都对接不到相应的一流学者，甚至连优秀学者都对接不上。表面上看，咨询报告来自高大上机构，实际上，执笔人可能就是个博士后或副教授。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用户早就应该直接对接学者了，就像寻找奥运会开幕式的导演，应该对接张艺谋，而非对接什么高大上的电影制片厂。流程重组（BPR）给企业带来深刻变革，科研领域的业务流程重组（RBPR）也应该开启了：第一步就是从通过行政渠道对接学者改变为通过数据库名录对接学者，根据需要可以快速对接到相应的一流学者，得到一流的知识服务。懂行的用户应该知道，高水平的咨询报告的主持人与执笔人应该是同一个人，他/她至少应该是术业有专攻的优秀学者，通过信息搜索不难掌握其在该主题领域的研究积累、学术地位和学界反馈与评价。对于政府部门等需要的重要咨询报告，主持人与执笔人是同一个人，并且应该是一流学者，其在该主题领域应该有原创突破的标志性代表作。如此才能确保知识服务的质量与水平，杜绝以次充好。主题学者包括主题学者与主题前沿学者，主题学者是在某主题领域，国内研究名列前茅的优秀学者，主题前沿学者是在某主题领域，做到国际与众不同、国内数一数二的一流学者。根据成果积累与学术界反馈与评价可甄选出主题学者；用上述甄选一流人才的标准与方法可甄选出主题前沿学者，或称前沿学者，其因做出原创突破而在国际学术前沿占有一席之地。“主题学者名录”数据库的入选者的介绍由基本情况+核心数据，核心数据包括（1）代表作核心贡献：解决了什么问题，实现了什么突破，突破所开辟的新研究领域及其意义，并将核心贡献凝练概括为一句话；（2）已相应发表的系列论文论著或专利；（3）学术界的反馈：获奖、转载、引用、评论、受邀作大会报告等；（4）国内国际同类成果的比较及优势。符合这些条件者即为主题前沿学者。只是术业有专攻，国内名列前茅者为主题学者。成为主题前沿学者，是学者步入一流学者之列的标志，以此鼓励成长中的学者不仅要一专多能，更要一尖多能，采取针尖战略，在一个研究主题上做到精深、卓越、领先，成为世界上研究该主题的最佳学者之一，这也是互联网时代的竞胜之道。当建成主题学者数据库（首先在国内甄选，进而可扩大到国际范围），学习者、咨询者、求贤者等知识用户可以通过学术信息渠道（而非行政渠道），迅捷、精准地对接主题学者和主题前沿学者，相应地得到优质知识服务、一流知识服务或一流人才。可首先在全国的体制内（国立高校和国立科研机构）搜索、甄选主题学者（包括主题前沿学者），不拘一格降人才，收入主题学者数据库。线上线下结合建立“主题学者”工作室、“前沿学者”工作室等，实行PI制，工作室在科研与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支持下，成为开放科学时代的主流科研组织方式之一，实现科研组织扁平化、网络化变革。高端智库有两种：大型实体机构和以主题学者工作室为节点的网络组织，前者如超算中心，后者如云计算网络，可称之为云智库网络，两者应该并重。高端智库的首要职能是出思想，思想是个人的产物，是思想家的创造，“主题学者”工作室型的云智库大有可为。主题学者数据库让甄选学术带头人和重大项目主持人有“库”可依，对接“主题学者”而非学术机构，让用户寻求优质知识服务与一流知识服务有依有据、迅捷精准，以此改变目前主要依据行政渠道、对接研究机构来寻求知识服务的低效方式。做成事的关键是选对人，科技体制改革、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双一流建设、高水平智库建设等的首要问题是甄选一流人才作为学术带头人并充分发挥作用，这一问题不解决，再好的规划、再迫切的需求，都无法实现。结语和启动方案：盘点十年磨一剑原创成果，让大材小用者及时胜出，快速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能力与智库实力。本文通过分析长期以来“四唯”“五唯”造成的一流人才标准错位，以及人才评选过程中存在拼关系、拼包装的恶性竞争，导致数量可观的一流人才被大材小用。科技史和科研特点都表明，水平越高的学者越能用一项标志性成果反映其水平，拔尖人才、顶尖人才，就是因为有“尖”，因此甄选一流人才，不用面面俱到，只要评价其一项原始创新成果足以认定。原始创新成果往往是十年磨一剑，有长期学术界的反馈，相当于经历了长期的同行评议。启动方案是：“一把剑”的四要点特征鲜明，盘点十年磨一剑原创成果可以让大材小用的一流人才脱颖而出。运用甄选一流人才的标准与方法，甄选主题学者，建立主题学者名录数据库，设立主题学者工作室，让学习者、咨询者、求贤者可以迅捷精准地直接对接，得到一流的知识服务，得到一流的学术带头人与项目主持人，让一流人才充分发挥作用，打造以一流人才为中心的卓越科研体系。一流人才包括成名、半成名、未成名三类，后两者更可能是新思想、新原创的策源地，率先盘点十年磨一剑原创成果者，将在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双一流建设、高水平智库建设（包括云智库建设）和卓越科研特区建设的一流人才延揽竞争中抢占先机。为战选才，为科技战、智库战、国防战等优选英才，让数量可观的被埋没、被半埋没的一流人才及时胜出，立竿见影地提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能力和智库研究能力，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以有效应对国际上的严峻挑战，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美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来源：《创新科技》杂志2022年第3期作者：秦铮



摘 要：美国在统一之前便开启了工业化进程，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科技赶超。两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其科技强国的地位，冷战促使其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至今科技实力仍保持全球第一。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历程中，美国率先将科学队伍建制化、走军民科技一体化发展道路、高度重视科技人才、打造全球科创中心等，这些做法是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16年5月30日，“科技三会”①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科技强国建设三步走战略，即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修正“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为“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并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由此，“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成为我们的基本共识。当前，我国已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向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迈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

鉴于此，研究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的建设经验，对我国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这其中又以科技实力最雄厚、科技强国建设历程最长的美国为典型代表。因此，本文试图对美国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并注重经验总结，找到对我国的有益启示，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分析方法上，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透视美国科技强国的建设历程，构建形成一种连贯、完整的思维认知，同时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切面”，深入剖析美国的典型做法，避免笼统而论，从而找到美国成功的“基因”。文章主要瞄准美国崛起的过程，剖析过程中的经典做法，而非美国现已相对成熟或崛起后的做法，从而得到更好的对比和借鉴。

01、美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历史演进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在几乎所有科学技术尖端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技强国。然而，这种领先地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过漫长的发展和积累逐步获得的，具有连贯的历史逻辑。

1.1 第一阶段：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开启工业化进程（1776—1865年）
1776年，美国从英国殖民地独立，成为一个年轻的国家。19世纪上半叶，美国分别通过第二次对英战争（1812—1815年）、美墨战争（1846—1848年）摆脱了“外患”，不仅获得了大片土地，还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为美国工业化进程开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此后，美国通过颁布专利法、成立专利局、重金诱惑等方式，不断从英国等欧洲国家引进技术、招募技术人才，鼓励本国人民在吸收利用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并发明新专利。这一时期，借由技术改进，蒸汽船、收割机、电报机、印刷机、缝纫机、升降机、伐木机等实用发明源源不断地在美国产生，使美国人以“热衷于搞小玩意儿”而闻名于世。这种不断引进和改良技术的做法，为美国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提供了技术支撑。

1.2 第二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实现经济赶超（1866—1913年）
1865年南北战争后，美国实现统一，确保了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统治地位，由此开启了经济高速发展期。19世纪70年代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主要发生在美国的电力技术革命带来了电灯、电话、电车、电焊机等重要发明，电力被广泛应用于各生产部门，推动了美国各行各业的技术改造。20世纪初到一战之前，工业“流水线”的发明使大规模生产成为现实，美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电力革命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使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GDP在1894年首次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后，至今仍是全球首位。

1.3 第三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完成科技全面赶超（1914—1946年）
一战时期（1914—1918年），美国虽然参战较晚且历时较短，但仍有远见地发展军事科技，建立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即后来的NASA）和海军咨询委员会，用以开发航空技术和保障国家安全。在战争前期，美国的主基调是保持中立，专心发展国内经济并壮大科技实力，同时通过出口战争物资和向参战国提供贷款来获利。二战期间（1939—1945年），美国被迫过早参战，在国家安全的压力下不断加大军事研发支出，大规模组织动员国内科技力量，大搞军事开发，并源源不断地从德国等地挖掘科技人才。许多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科技成果均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等到战争结束之时，美国已在科技实力上超越了欧洲国家，夺得了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1.4 第四阶段：冷战促使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1947—1991年）
冷战开启后（1947年），美苏对抗日益激烈，科技竞争达到新高度，许多重大科技成就以空前的速度产出。美国相继策划并实施了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众多国家重大科学计划，在太空科学、军事科学、生物科学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一时期，许多军用技术被源源不断地转往民用领域，催生了一批包括微软、Intel、AMD、高通等在内的世界科技巨头，使美国引领了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第五次技术革命，个人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互联网等影响深远的技术即在这个时期诞生。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两极格局崩溃，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

1.5 第五阶段：美国科技实力持续保持世界第一（1992年至今）
冷战结束后，美国迅速调整国家科技政策，把“用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确立为新发展方向，并试图在所有科学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不断确立优先发展的科技领域，并给予持续强力的投入，争取重大突破，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科技研发计划，包括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生物技术战略计划、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新能源计划、大数据研发计划等。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试图重建全球太空主导权，2020年制定《月球持续探索与开发规划》，再次将载人登月提上日程，并计划在2030年登陆火星。拜登上台后，亲自给新提名的总统科学顾问写信，询问“下一个75年”②美国的科技政策走向，试图重振和延续美国的科技辉煌。可以说，美国对科技的追求从未止步。

02、美国建设科技强国的主要做法


2.1 科学队伍建制化
1945年，美国发布《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报告，率先在全球实现科学队伍的建制化，就科学研究体系和人员组织方式进行了制度化设计。由此，美国逐步形成了由联邦科研机构、大学、企业、非营利科研机构等组成的科技创新体系，以及大学做基础研究、政府出资资助大学和工业企业研究、吸收科学家作为政府顾问、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协调联邦政府研发活动和制定全国科学政策的科技工作格局。报告主张统筹以国家目标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导向的“大科学”与以自由探索为导向的“小科学”协调发展。在“小科学”的组织管理上，美国探索出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一管理方式；在“大科学”的组织方式上，则构建了著名的国家实验室体系。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初由联邦参议员基尔戈于1944年提出，其建设的初衷是指挥和协调联邦各部门的科学技术管理工作及资助战后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布什报告”发布后，由于基尔戈和布什就“新成立的基金会应该由政府控制还是科学家自己来掌控”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以两人为代表，两派阵营展开了长达5年的论战，直至1950年基金会才真正得以成立。最终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由科学委员会（代表科学界）和一名主任（代表政府）共同管理，但委员和主任都由总统任命。这种设置既满足了科学家自由探索和自主管理的要求，又实现了联邦政府（即经费提供人）对基金会的控制，从而成功化解了科学精神与政府治理之间的矛盾。

美国国家实验室是联邦科研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科研系统之一，是各国竞相模仿的对象。美国国家实验室③的成立始于曼哈顿计划，是大科学时代的必然产物，其建立的目的是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抢抓科学战略机遇。国家实验室主要围绕国家使命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和战略性研究，从事高校、企业以及非营利机构不能或不愿承担却又是国家战略需求的研发活动。一些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初衷是为了研制大型科学实验设备，而联邦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实验室资源共享，其主要形式就是对外开放大型仪器设备。由于高度的开放性，实质上每年由实验室内部成员所完成的科学实验只占其全部完成实验的小部分比例，大部分是由外部科学团队进行的。

在实验室管理上，美国主要采用“联邦所有、委托单位负责”（GOCO）的管理体制，实行目标任务合同制，如能源部下属实验室的管理情况如图1所示。联邦政府主管部门与实验室签订合同，制定和调控科技发展目标。主管部门下设国家实验室总管理办公室和拨款办公室。其中，总管理办公室下设区域管理办公室，用以直接管理合同并联络委托单位及实验室，同时负责组织实验室年度绩效评估；拨款办公室负责给实验室拨款。实验室一般采用聘用合同制，坚持在全球范围内选聘人才，一般人员的聘期为2~3年，优秀人员的合同期限可适当延长；此外，还招募博士后、研究生到实验室做研究，并鼓励大学教授到实验室以及实验室研究人员到大学兼职，该系统研究人员的流动性较高。在整体层面上，联邦政府设立面向技术转移机构的联邦实验室联盟，旨在促进实验室的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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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机制

当然，提到美国的实验室体系，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值得警惕。例如，堪称改变了人类命运的工业实验室——贝尔实验室，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实验室，产出过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发明3万多件专利，以卓越的基础研究闻名于世。诸如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C语言、UNIX操作系统等众多耳熟能详的发明，皆诞生于此。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母公司（AT&T）不断重组变迁，经费来源紧张，使得科学研究严重受限，贝尔实验室被迫大幅削减甚至放弃曾引以为豪的基础研究，转而忙于找前沿、追热点，从而失去了“源”动力，甚至出现科研论文造假现象，持续处于衰败之势。这些教训也值得我们警惕。

2.2 军民科技一体化
美国的军民一体化主要包括3个方面：军转民、民参军和军民两用，其历史发展脉络为“军用科技—军转民—军民一体化”。在军用科技发展上，直接推动因素是战争和国防需要。彼时，美国采取“举全国之力”和“不计成本”的研发策略，动用了空前规模的科研人员和经费，实施了一批大型研究计划④，产出了大量先进科技成果。可以说，二战期间军事科技的发展是美国科技力量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在军民一体化发展上，美国的主要做法有4个方面：
一是出台大量法案，以法律形式确保军转民和军民一体化的实施，如表1所示。例如：1992年《国防工业技术转轨、再投资和过渡法》推动军用技术转民用，并要求发展军民两用技术；1993年《国防授权法》明确提出要实行军事和民用工业基础一体化；1994年《军民一体化的潜力评估》首次将军民兼容纳入国家长远战略规划，促使美国军民一体化战略全面展开等。

表1 美国军民融合的法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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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广发证券报告《军工系列专题报告之六：美国军民融合发展历程》。

二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⑤为军民一体化的实施提供组织保障。冷战后由DARPA牵头实施“技术再投资计划”，一方面致力于开发军民两用技术，要求开发项目必须有工业企业参与，并由军方和企业共同承担研发经费；另一方面组建技术推广（转让）中心，对接军、民双方机构，促进双方技术的相互转让和流通。

三是国防采办制度和军用标准改革促进“民参军”。通过实施《联邦采购精简法案》，简化采购规则和程序；同时美国国防部规定：只有当民用标准不能满足军事需求时，经采办当局许可后才可采用军用标准。由此更多民企得以成为防务承包商参与军工生产。

四是扶植小企业承接“军转民”，从而培育出领军型科技企业。通过接连实施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等，鼓励小企业参与军事科技研发活动，推动军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一些小企业如英特尔借机成长为世界级科技领军企业。这里需要提出的是，部分小企业资助计划如“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一开始就要求被资助企业提供有潜在军事应用前景且在民用部门也有销路的两用技术，其定位直接瞄准军民两用。

2.3 高度重视科技人才
美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毫无疑问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在任何阶段人才发挥的作用都至关重要。美国科技人才来源主要包括人才引进和本土培养两种方式，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历史上著名的人才引进做法有：

一是在工业化早期通过颁布专利法、成立专利局、重金诱惑等方式，从英国招募技术人才，通过这些人才带来的技术和资源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

二是战争年代尤其是二战期间，美国因其稳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科研设施、优厚的科研待遇，吸引了大批欧洲流亡科学家赴美工作，这是美国抓住的最大的人才引进机遇。

三是制定大量移民法案，推动科技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如1864年的《鼓励外来移民法》，首次将移民政策用法律形式予以确定；1946年的《富布赖特法案》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国外学者和学生到美国开展研究和学习，形成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有计划地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格局；1952年的《麦卡沃伦尔特法案》规定将50%的移民名额给予高技能人才，使技术移民配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90年的《新移民法》设置了最多种类的非移民签证，其中，H-1B签证计划给予特定领域高级人才不受配额限制的权限。

关于本土人才培养的典型做法有以下3点。

一是兴办技术性教育。在南北战争之初，为促进工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颁布了《莫里尔法案》，鼓励各州兴办农工学院，培养出大量的工农业技术人才。

二是兴办现代大学。19世纪末期，美国开始创办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当时，英、法、德三国的大学办学模式都已成熟，尤其是德国柏林大学开创了现代大学模式。但随着时间的积累，人类创造的基础性知识越来越多，想在大学短短几年内学完这些知识就已略显困难，更遑论创造知识。等到美国着手创办现代大学的时候，正面临这一问题，因而才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模式的诞生。如图2所示，美国的现代大学设置了研究生教育，将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分开，本科阶段专门用来学习基础知识，而研究生阶段则用于生产知识，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首创，并被各国模仿和沿用至今。为保证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有效衔接，学校设立研究生院，专门负责二者衔接及研究生教育管理，同时学校通过严把本科生升学率及博士生学位授予比例，保证了教学质量，为美国培养了第一批高素质科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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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办学模式

三是利用引进的人才培养本土人才。二战及以后，大量科学家被美国引进，这时美国的大学办学模式已较为成熟，恰好可以为这批人才提供工作职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成功的一个关键做法是，让引进的人才进入大学担任教授职务而非纯研究人员，他们不仅投身科研，还必须培养学生。而培养的新型人才又继续投身美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这使得美国的科研水平迅速提高、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

2.4 打造全球科创中心
美国最著名的科创中心是硅谷，其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以斯坦福大学、惠普、仙童半导体、英特尔、苹果等为典型代表，是全球诸多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重要发源地，在世界科技前沿中具有风向标作用。硅谷的崛起得益于以下做法：

一是高校的源头供给提供了最初的原动力。一方面，高校长期从事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积淀了大量源头技术，为产业界提供了技术供给；另一方面，高校鼓励毕业生和在职教师创业，这为硅谷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由斯坦福毕业生和教师创办的企业达1 200多家，有50%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的发明创造，美国第一家科技工业园也由斯坦福大学建立；80年代，围绕斯坦福研究区，硅谷聚集了3 000多家电子、计算机企业，到90年代后期，这类企业超过了7 000家；1988—1996年间，硅谷50%以上的收入与斯坦福大学有关，可以说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

二是独特的风险投资为企业成长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硅谷的投资人往往具有科技知识背景，可以确保将资金投入到极具创新能力和成长潜力的企业中；投资双方相互了解程度较深，投资人不仅仅带来资金，还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发展指引。已成功的企业大多倾向于投资其他初创企业，以不断掌握新技术动向，确保本企业始终走在创新最前沿。基于开放和非正式的社交网络，投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从被投资人角度和技术角度去判断项目投资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判断是否进行再次投资以及如何提高再投资的成功率，最终形成了一种失败再投资机制。

三是人才的自由流动使该地区保持了创新活力。硅谷鼓励人才自由流动和开放、互动、非正式的交流，人们在喝咖啡、吃甜点的空隙便可认识其他企业的员工。技术和就业信息在流动人员身上组成一张无形的大网，从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迅速触达整张网络，这使得该地区整体的创新能力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以此保有了硅谷速度和硅谷活力。此外，开放、互动、非正式的交流文化催生了企业的去中心化管理模式，员工因为强烈的兴趣而结合在一起追寻自己的梦想，变换工作不被认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高流动性降低了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失败风险，技术人员不必担心技术失败遭遇辞退而没有收入，企业家也不必担心投资失败而没有归处，因为总是有工作在某处等候新人员的到来。

128号公路走廊也是美国重要的科创中心，其发端甚至比硅谷还早（20世纪20年代）。走廊得益于大量稳定且符合时代潮流的军工订单支持，在五六十年代迅速崛起，在七八十年代又通过小型计算机市场走向鼎盛，但80年代以后，因为不能及时转型而逐渐走向衰败。128号公路相比硅谷的衰落，其主要教训有两方面：

一是文化上的固化。区域内企业的独立性较高，竞争者之间不擅联盟和合作，员工之间也不喜相聚和交流，因而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慢。相反，硅谷的文化就是变化，“换工作都无须换停车位”“有搞不懂的问题就到酒吧转一圈”是硅谷创新文化的真实写照。

二是组织上的僵化。128号公路产业单一，且多采用大公司组织架构，一家公司几乎包揽所有设计和生产环节，小公司尤其是初创公司难以生存成长。而硅谷则是大、小公司松散联合，初创企业能快速找到业务，获得成长机会，转型速度也较快。

03、美国经验总结及对我国的启示


3.1 经验总结
通过透视美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路径和主要做法，现将美国的主要经验总结如下。

一是打造统一的国内市场，相继通过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来实现外部、内部环境的稳定，为发展经济提供良好条件。

二是先发展经济再发展科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思索科技赶超问题，即经济基础是实现科技赶超的前提。

三是善于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通过科技革命实现科技赶超。无论是20世纪初的电力革命，还是20世纪末的信息技术革命，美国都牢牢把控住了机遇，这使其科技突飞猛进。

四是制定具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在本国技术落后和人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通过各种开放政策，吸引大批人才、引进大量技术来支援本国发展。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更是从德国等地挖掘了大批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他们对美国科技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举全国之力发展大科学。美国在全球率先组建了规范化的科学研究队伍，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从而诞生了一大批大科学研究计划，使其能够长期保持各领域的前沿地位。

在发展路径上，第一，美国整体上遵循“先经济，后技术，再科学”的原则，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科技才能实现赶超，经济赶超是科技赶超的前提。

第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先发展国内市场，再走向国际市场。初始阶段的国内市场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而国内大循环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第三，在技术赶超的过程中，必须经历“以引进为主”的阶段，然后才能自主创新。而要从“技术引进”跨越到“自主创新”的阶段，就必须“热衷于搞小玩意儿”，即拥有强大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美国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为科技反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是由“从外引进”开始的，之后才转为“本土培养”。善于抓住时代机遇并构建良好的科研制度环境，对于吸引科技人才至关重要。

3.2 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有以下4点。

第一，体系化能力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创新体系，并发展出国家实验室体系，这对于重大项目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以及科学前沿引领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我国必须重视科技创新的体系化能力建设，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核心，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合各方面资源，从横向科研力量建设到纵向创新链能力提升，进行全面梳理和优化，形成新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促进科技自立自强。

第二，重视人才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根本。美国之所以能建成科技强国，其最本质的因素是人才，不管是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还是在科技赶超和科技强国建设中，人才均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美国先是引进人才、挖掘人才，逐渐演变为培养人才，在教育培养能力成为世界最强之后，依然重视挖掘和吸引国际人才。因此，我国必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引进制度，要善于抓住国家局势变迁的机遇，从全球搜罗人才；同时更重要的是，改善教育、科研环境，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并留住人才。尤其是在迈入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历史背景下，这点显得尤为紧迫。

第三，打造科创中心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推手。硅谷的成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如果我们能打造出若干类似硅谷的创新城市或城市群，那么必将极大地激发我国的创新活力，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未来我国要大力建设科创中心和创新高地，并以此为契机打造中国科技发展新名片，争取在世界科技潮流中发挥引领作用；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学习硅谷等科创中心的成功经验，更要警惕诸如128号公路走廊后期一些不成功的做法，避免“原搬照抄”，误入歧途。

第四，提升消化吸收能力是科技赶超的必经之路。美国以“热衷于搞小玩意儿”而闻名于世，这实质上是一种强大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反观我国，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严重不足。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入费用比例为5.1∶1，而同期日、韩的相关费用比例为1∶3，部分环节甚至达到1∶7。虽然2019年我国的这一比例降为4.9∶1，但仍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必须更加重视提升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尽快实现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04、相关建议

4.1 以国家实验室体系为核心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美国是世界上最先将科学队伍建制化的国家，而国家实验室是组织科研队伍最成功的一种方式。长期宏大的战略目标、庞大的研究队伍、高流动性的科研人员、持续大规模的经费投入、独到的管理模式等是美国国家实验室成功的关键。此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表明，一个机构或某种机制的成功建立需要有充分的论证，其中坚持真理、公正辩论、大胆尝试、善于妥协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具体建议：
①设立国家实验室领导机构，使该机构保持高度独立（仿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由其根据国家意志和人民福祉需求来选择优先建设领域，并规范重点实验室管理，改变国家实验室地方主导、国家挂牌现状。

②通过立法提升国家实验室地位，将国家实验室确立为基础创新平台引领者，同时积极吸纳行业领军企业充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借立法之机规范各科研主体的职责，实现国家创新体系依法治理；通过立法促进大型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增强国家吸引力。

③促进优势资源集中并增强流动性。在建设国家实验室时注重吸收现有国家科研机构的大科学装置、大集群管理模式等资源。人员配备以职业管理人员和高级科研人员为固定成员，享受公务员待遇，同时以项目合同制等方式从全球招募特聘研究员、访问学者、博士后等，组成学科交叉融合、能力国际一流的研究团队，并适时更新实验室负责人、研究方向与团队构成，保持流动性。

④在全社会引导增加“三个投入”。一是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增强科技创新基础能力；二是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三是增加企业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投入，提高消化吸收与技术引进的经费比。

4.2 改革人才引进和培养体系，建立高水平人才队伍
美国之所以能引进那么多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主要在于移民政策的许可以及国内发展环境的强大吸引力，使得外来人才能够轻松解决工作问题和生活难题。这些人才在美国本土贡献智慧和力量，继而培养出美国本土的人才队伍。我国当前面临的状况与之类似，建设科技强国，必须从全球招揽科技人才，不断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水平，进而增强本土人才培养能力，真正建立高水平人才队伍。

具体建议：
一是做好人才回流和引进工作，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以全球疫情和美国对留学生、华人学者的限制为契机，通过减少硬性限制（政治、语言等）、拓展申请渠道、加快审批流程、便利身份认定等措施，推动人才引进和回流，这是我国所面临的历史机遇。

二是完善科技移民和签证制度，使人才引进常态化。将外来人才分为短期访学（工作）、永久居留、入籍3个等级，分类明确人才引进标准和政策；完善人才晋级标准、程序和操作方法，增强人才未来发展的可预期性。

三是强化科技领域的情报能力。成立国家科技分析中心，采集和分析科技行业相关情报；同时成立“情报预备队”，储备一批经过审查的外国科技专家，在需要时进行联络并获取他们对特定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成立民间科学基金会，面向全球开放资助，每年公布亟待解决的科技难题，从民间、非正式渠道获取奇思妙想并集智攻关。

四是改革本土教育制度。试点调整教育年限，将中小学教育统筹压缩合并，从而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并保持义务教育九年年限不变，同时本科生教育严格化，并增加研究生教育年限；从学龄前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加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外国留学生录用和毕业标准，提升国际教育声誉。

4.3 大力推动军用技术民用化，促进军民一体化发展
军用技术民用化对推动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明显，实现军用与民用工业基础的融合，是二战、冷战时期美国科技和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推动军民一体化发展是我国的必然选择。美国经验告诉我们，法律保障、组织设计、标准改革、市场化机制建立等对推动军民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

具体建议：
一是强化顶层部署并注重落实。制定关于军民融合的中长期规划，中央与地方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应负责探索相关落实机制，重点考虑从上到下“激励一致”机制的设计，将军转民成效纳入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的绩效考核并给予奖惩，增强政策执行动力。

二是形成法律依据并政策相容。以军队科研院所转制为契机，推动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在军口落地实施，制定适用于军口的军民融合政策，促使军民两部门的政策统一和机制联动。重点加快军用技术的定密和解密标准改革，简化国防专利管理流程，推动军、民技术标准对接和专利快速转化。

三是完善平台建设和中介服务。建设军民结合公共服务平台，编制潜在的军转民技术清单，利用线上平台和线下博览会等多种渠道推广相关技术成果。进一步优化军口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职能，组建专业化人才队伍，整合金融、法律、创业等服务，向市场化运作模式靠拢。

四是加大对承包商的激励。国家在与承包商签订军用合同时，要旗帜鲜明地激励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证实的某项科学研究与试验设计在军民两方面均有明显发展前景的，规定给予奖励报酬，并给予研究机构（承包商）税收优惠。

4.4 建设科创中心和创新高地，打造科技发展新名片
美国的科创中心以硅谷和128号公路走廊为代表多地布局，西雅图、纽约等城市也先后充当过科创中心的角色。单硅谷一个地区就以不到美国1%的人口，创造了美国约5%的GDP，这充分体现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未来我国必须大力建设科创中心和创新高地，并以此为契机打造中国科技发展新名片，争取在世界科技潮头中占有一席之地。

具体建议：
一是分层次、多方位布局科创中心和创新高地。除北京、上海、粤港澳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外，还要探索建设一批区域性的创新高地。例如，承接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产能，建设“武汉—长沙—南昌”创新城市圈；依托交通、文化、人口等区位优势，打造“郑州—西安—武汉”中三角城市群，支撑引领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崛起。

二是培育多元开放的创新文化。在每个科创中心或创新高地打造若干龙头产业，避免单一发展；由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协调行业内产品标准，注重增强兼容性，以此促进企业间竞争式合作；定期举办多种形式的论坛，吸引不同行业科技人员与金融、教育、培训等机构人员进行交流，鼓励属地教师和科研人员到企业担任科技顾问和风险投资顾问，加快知识流动，形成工业社群文化。

三是打造一批世界级领军企业。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倡导创新、诚信、有担当的企业价值理念，培养企业家精神。培育并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立与发展，为小微型科技企业提供优质融资服务，支持其成长为创新发源地。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率先向世界一流迈进。

2021年科技成果转化政策述评

(来源：三思派   作者：董红霞、吴寿仁 ）
2021年，中央发布了一系列与科技创新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和解读。

1修订科技进步法，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制度规范


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将科技成果转化摆在突出位置。无论篇幅还是内容都有较大的扩展，从科技创新基本法角度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自2015年施行以来的重要决策和政策举措，以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范。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促进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成果转化融通发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二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第二十六条第二款）；
三是加强科技成果中试、工程化和产业化开发及应用（第三十条第一款）；
四是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应当积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强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第三十条第二款）；
五是鼓励企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和其他组织建立优势互补、分工明确、成果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协同推进研究开发与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第三十一条）；六是国家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探索赋予科学技术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者长期使用权制度（第三十三条）；等等。


2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科技成果评价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的关键一环。完善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有助于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
1.中央高度重视科技成果评价服务标准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评价机制和服务体系，推进技术经理人、科技成果评价服务等标准化工作。”这一规定既强调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增强标准的科学性，也强调科技成果评价服务的标准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效。
2.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2021年7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26号）提出：“充分发挥科技成果评价的‘指挥棒’作用，全面准确反映成果创新水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着力强化成果高质量供给与转化应用。”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角度，该意见提出以下措施：
一是“加大高质量专利转化应用绩效的评价权重”；
二是“支持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科技成果进场交易，鼓励一定时期内未转化的财政性资金支持形成的成果进场集中发布信息并推动转化”；
三是“建立专利申请前评估制度，加大高质量专利转化应用绩效的评价权重”；
四是“完善科技成果评价与金融机构、投资公司的联动机制，引导相关金融机构、投资公司对科技成果潜在经济价值、市场估值、发展前景等进行商业化评价”。


3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酬金激励分配政策，激发科技成果转化动力


激励科技人员实施科技成果转化，是激发第一动力、激活第一资源的重要举措，关键是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酬金政策。国家多个文件强调要对科技人员实施激励分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号）提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主要用于对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32号）提出“科技成果转化所获收益可按照法律规定，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并明确“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计入所在单位绩效工资总量，但不受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作为核定下一年度绩效工资总量的基数。”
针对科技成果转化奖酬金政策落实中如何把握政策执行尺度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科技部印发了《关于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纳入绩效工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14号）。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中对科技人员给予的现金奖励，以及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开展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中给予科研人员的现金奖励，都可以不受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额限制，不作为下一年度绩效工资核定基数，不作为社会保险缴费基数。
4重拳提高知识产权质量，提升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成效


知识产权质量决定了科技成果质量，进而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国家从源头治理入手，特别是从提高专利申请质量入手，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的总体要求是“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定量指标是到2025年“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3%，版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5%，知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500亿元”；重要举措是“改革国有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机制，扩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知识产权处置自主权。”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20号）提出到2025年“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的目标，与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密切的措施主要有：
一是“加强知识产权源头保护”；
二是“完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体制机制”，包括推进权益分配改革、优化运营服务体系、发展知识产权金融和促进产业协同运用四个方面；
三是采取提升主体管理效能、知识产权融入产业创新发展、促进区域协同等措施“提升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效益”。


《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号）也提出：“完善知识产权市场化定价和交易机制，……”这些规定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的要求是一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号）提出：“健全职务发明制度”。
为提高科研组织的知识产权质量，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印发了《关于推动科研组织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知发运字〔2021〕7号），并提出了两项促进创新成果转化的措施：一是探索知识产权权益分配改革；二是推动开展知识产权转化运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1〕25号）提出：“运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筛选高校院所质量较高、具备市场前景的专利，发现潜在许可实施对象，利用专利开放许可等机制，提高专利转移转化效率，助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
国家知识产权局以自己的名义先后发布多个涉及知识产权管理、服务的文件，并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公安部、司法部、教育部等联合发布了多个文件。
5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多年来，体制机制创新仍是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重点。2021年，国家多份文件涉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包括“三权”下放、国有科技成果资产管理、激励分配、赋权改革、市场化定价机制等。
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出：“健全科技成果转化为标准的机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完善标准必要专利制度，加强标准制定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二是“将标准研制融入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缩短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方法标准研制周期，加快成果转化应用步伐。”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主要包括：一是“改革国有知识产权归属和权益分配机制，扩大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知识产权处置自主权”；二是“完善无形资产评估制度”；三是“形成激励与监管相协调的管理机制”。
3.《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8号）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果的使用和处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这是法律与行政法规之间衔接，避免彼此产生冲突。
4.《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的通知》（国发〔2021〕9号）提出了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科学素质提升五大行动，以及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科普信息化提升工程、科普基础设施工程、基层科普能力提升工程和科学素质国际交流合作工程五大工程。
5.《国务院关于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21〕24号）提出：“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探索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其中两个关键词：一是“深化”改革；二是“探索”分享机制。
6.《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关于深入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工作的通知》（发改高技〔2021〕484号）将“促进技术要素市场体系建设”纳入改革任务，提出了以下改革措施：
一是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
二是制定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负面清单和容错机制，以释放活力；
三是推进技术要素市场配置改革；
四是建设专业化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队伍；
五是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
六是探索低碳技术交易体系和规则建设；
七是促进创新资源跨主体跨区域合理有序流动机制；等等。


另外，科技部财政部印发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运行管理办法（暂行）》（国科发区〔2021〕17号）将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定位于实现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即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科技成果转化载体。
6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


国家大力支持区域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并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纳入区域发展的重要举措。
1.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聚焦人工智能、健康医疗、金融科技、智慧城市、物联网、能源新材料等港澳优势领域，大力发展粤港澳合作的新型研发机构，创新科技合作管理体制，促进港澳和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推动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转化。”其中，新型研发机构是科技成果转化载体，科技合作是科技成果转移的重要途径，港澳与内地创新链对接联通是科技成果转移的重要通道，科技成果向标准转化是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方式。
2.《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国发〔2021〕3号）提出：“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与革命老区合作，共建中科院赣江创新研究院、国家钨与稀土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创新平台，研究建设稀土绿色高效利用等重大创新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组建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其中的创新研究院、创新平台都是科技成果转化载体，是基础；技术转移机构是科技成果转移的服务机构，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是区域高地，是目标，也是结果。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2020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国办发〔2021〕17号）对“改善地方科研基础条件、优化科技创新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落实国家科技改革与发展重大政策成效较好的”北京市、浙江省、河南省、广东省四地，2021年“在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分配中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因素予以加分奖励，加大资金倾斜支持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广“十三五”时期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典型经验做法的通知》（发改振兴〔2021〕1454号）推广辽宁大连市、吉林长春市等地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典型经验做法。通过先进经验的总结和资金倾斜的激励鞭策地方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4.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支持地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1〕15号）提出：“探索科技成果转让市场化定价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支持跨区域共建一批产学研创新和成果转化实体。”《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关于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发改体改〔2021〕479号）提出：“鼓励高校在海南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印发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方案》（国科发规〔2020〕287号，2021年4月1日公布）提出共建一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制定跨区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建立统一的技术交易市场等。科技部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科技创新行动方案》（国科发区〔2020〕187号）提出“支持深圳建设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通过支持建设科技成果转化载体、技术转移服务体系，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等，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5.科技部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创新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实施意见》（国科发区〔2020〕336号）提出“实施西部地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其主要内容：一是“加快完善西部地区技术转移体系建设”；二是促进西部科教资源实现当地转化；三是鼓励与发达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机制。
7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行业发展、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国家支持相关行业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主要措施有：一是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二是加强载体建设；三是加强人才培养；四是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等等。
1.《国务院关于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发〔2021〕23号）提出“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行动”，主要措施包括：
一是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包括“采取‘揭榜挂帅’机制，开展低碳零碳负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将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成果纳入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国有企业有关绩效考核”，“推进国家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建设，加快创新成果转化”；
二是通过载体建设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组建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引导企业、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共建一批国家绿色低碳产业创新中心”，“深化产教融合，鼓励校企联合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组建碳达峰碳中和产教融合发展联盟，建设一批国家储能技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人才基于平台也成就平台；
三是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前沿科技项目，推动低碳零碳负碳技术装备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是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推广先进成熟绿色低碳技术，开展示范应用。建设全流程、集成化、规模化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示范项目”，“推进熔盐储能供热和发电示范应用”，“加快氢能技术研发和示范应用，探索在工业、交通运输、建筑等领域规模化应用”。


2.《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21〕3号）提出“实施中医药产学研医政联合攻关工程”，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依托高水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中医医院以及中药创新企业，建设一批代表国家水平的中医药研究和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基地，解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制定一批中医特色诊疗方案，转化形成一批中医药先进装备、中药新药。”
二是“支持中医医院与企业、科研机构、学校加强协作、共享资源，促进优秀研究成果投入市场应用。”
三是“探索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加强中医药临床效果搜集和客观评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18号）提出：“依托现有资源建设一批国家中医药临床研究和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基地，制定一批中医特色诊疗方案，转化形成一批中医药先进装备、中药新药。”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21〕7号）提出：“构建产学研推用协调机制，提高草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产学研推用既是草原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途径，也是提高草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重要举措。
4.《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发〔2021〕4号）提出“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从政策上，“积极利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政策支持绿色技术应用”；
二是从资金上，“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强化创业投资等各类基金引导，支持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三是从载体建设上，“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建立绿色技术创新项目孵化器、创新创业基地”；
四是从具体举措上，“及时发布绿色技术推广目录，加快先进成熟技术推广应用”；
五是从技术市场上，“深入推进绿色技术交易中心建设”。
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函〔2021〕47号）提出“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成果推广应用”，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重点研究和示范推广废酸、废盐、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等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和污染环境防治适用技术”；
二是“建立完善环境保护技术验证评价体系，加强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推动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技术成果共享与转化”；
三是“鼓励推广应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新技术、新设备”。
6.《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1051号）将“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列为一项重要措施。
7.《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改产业〔2021〕372号）提出：“发展研究开发、技术转移、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等科技服务业，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以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
8.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碳中和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教科信函〔2021〕30号）提出“碳中和科技成果转化行动”，是七个行动之一。
工信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文物局等部门也印发了有关科技创新的文件，都涉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中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比较研究

(来源： 中国科技论坛 王艳辉, 伊彤等）
摘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代表中国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竞争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支撑。本文对区域创新、科技创新中心等方面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了回顾，通过定量分析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表现，明确了三地各自的相对优势和不足，从释放创新潜力、提升整体效能、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对三地提出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对策建议。

0 引言
近年来，创新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集中化趋势使得各国越来越重视区域创新。在我国实现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目标的进程中，区域创新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我国创新水平最高的区域，北京、上海、大湾区已经成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是代表我国参与全球科技创新竞争的核心区域。近年来三地创新驱动发展绩效突出，在全球顶级科技集群区域排行中均进入前十位，是我国排名最高的三个科技集群区域。对北京、上海、大湾区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情况开展评价，既能明晰三地创新发展的优势和特色，又能发现三地各自存在的不足和短板，为推进三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本文在相关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相结合的方式，从科技资源、科技投入、科技产出、创新经济四个维度，对北京、上海、大湾区三地科技创新发展核心指标进行定量对比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加强三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对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1.1区域创新研究
自20世纪美国经济学家Schumpeter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创新一直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创新已成为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
在区域创新体系研究方面，自英国经济学家Freeman首次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后，一些学者聚焦区域创新体系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认为区域创新体系应包括开展创新活动的企业、培育创新人才和开展知识创造的高校院所、为创新活动提供创新支持和进行监管约束的政府部门、开展风险投资活动的金融机构、为创新活动提供专业服务的商业机构等；此外，外部环境也是决定区域创新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Etzkowitz等提出可以使用三重螺旋模型来分析区域创新体系中政府、企业和大学三者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互动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职能，并最终推动形成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型社会。
从区域创新活动的发展看，技术创新已经从早期的线性创新走向现在的集成创新和网络创新，研发活动在依赖高校院所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由不同创新主体的协同联动产生。从创新发展模式来看，可以将创新分为科学技术驱动的创新和学习应用交互的创新，不同的创新模式构成了形成科技创新中心的不同路径。
1.2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研究
随着20世纪硅谷、波士顿等一批创新区域的兴起，创新的地理集聚特性吸引了众多学者和政府管理部门的目光。地域上的邻近促进了创新主体间的知识交流，而创新活动通常会集聚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形成知识集聚和流动的中心。这些创新中心不仅能促进本地的创新活动，也会吸引来自全球的创新主体在此开展研发及知识密集型经济活动。
世界经济论坛与麦肯锡公司于2006年绘制了全球创新热图，将全球范围内多样性的创新集群城市划分为四种类型：热泉(Hot Springs)、收缩池(Shrinking Pools)、活力海洋(Dynamic Oceans)和沉默湖(Silent Lakes)。全球创新指数通过连续跟踪全球范围内科技成果产出的分布情况，并识别出100个最具活力的科技集群区域，这些区域分布在26个经济体，其中超过四成位于美国和中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研究发现，全球大多数创新活动分布在少数国家有限的几个创新城市，并指出在日益庞大的全球创新网络中，区域协作越来越具有跨国性。全球创新体系和创新网络的发展提升了这些创新中心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对于全球化情境下区域核心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众多学者对城市（都市圈）层面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美国的《Wired》杂志提出“全球高技术中心”概念，指出全球高技术中心应具备四方面要素：大学和研究机构、知名公司和跨国企业、大众创业的动力、风险资本的可用性；英国城市地理学家Hall梳理了历史上出现的全球技术创新城市的一些典型特征，如有发达的社会和文化结构、是世界性的大都市或新兴区域、年轻移民比例高、创新扩散障碍小等。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提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是拥有优良创新生态的全球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还有一些学者将科技创新中心解读为科技资源集聚、创新活跃、科技综合水平高、创新辐射引领能力强，且在全球创新活动中占据领导和支配地位的区域。
1.3国内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研究
1.3.1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
在立法研究方面，王涵等通过对比分析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地科技创新中心的立法情況。从确立区域科技创新基本法、科技创新基本法与现行法规的关系、加强重点领或立法保障等方面提出北京进一步制定科技创新条例的启示。
在创新评价研究方面，一些学者通过分析北京科技创新的优劣势，从探索发展模式、完善创新体系、加强创新要素集聚、鼓励企业创新、优化创新环境等角度提出北京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议。
还有学者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杜红亮借鉴硅谷创新经验，提出北京、上海可以从制定长期战略、加快创新要素流动、营造良好软环境及完善硬件设施等方面加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王军等通过分析德国科技创新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从促进高精尖产业发展、完善科技金融服务、培育重点企业、优化人才政策等角度提出加快建设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对策建议；眭纪刚通过分析硅谷、纽约等国际创新城市的经验，从优化双创环境、建设顶尖高校院所、培育创新企业、建设开放创新体系等方面提出建设城市科技创新中心的对策建议；黎晓东等通过梳理美欧兴建概念验证中心推动基础研究走向市场的实践，提出北京可以通过强化概念验证活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路径。
1.3.2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
在创新中心建设方面，孙福全分析了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的内涵、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从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促进科技经济融合等维度，提出提升上海科创中心核心功能的基本思路。
在创新区域联动方面，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通过分析上海自贸试验区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联动面临的问题与瓶颈，从完善自贸区与科技创新中心联动体制机制、建立国际接轨的体削机制、破解重点产业发展瓶颈、打造国际化创新创业平台等角度提出进一步加强两大战略联动的重点举措；王海军等分析了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位置，提出依托长三角经济带推动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路径与对策。
在创新政策体系制定方面，楚天骄从建设科技创新资源整合中心、全球技术创新中心、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中心、技术交易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和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六个分中心的维度，提出构建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体系思路。
1.3.3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
在理论模式研究方面，王云等构建了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并以此提出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和相关建议；杨明等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构建了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服务链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提出促进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对策建议；黄群慧等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提出大湾区构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应构建企业创新生态链、破除现有政策障碍、打造开放包容的双创文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等。
在创新政策支持方面，刘益宏等从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创新体系、探索联合资助模式、支持大湾区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将大湾区现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纳入大科学装置科学研究联合基金资助范畴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在区域协同创新方面，游玎怡等分析了香港参与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和面临的挑战，从发挥好制度优势、加强内地与香港创新互动等方面提出促进香港参与大湾区科技创新中心的对策建议。
2  北京、上海、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对比分析
为了清晰了解北京、上海、大湾区三地科技创新发展的相对优劣势，以下从科技资源、科技投入、科技产出、创新经济四个维度对三地科技创新发展的核心指标表现进行比较分析。
2.1北京人才密度、顶级科研机构数量和质量均领先大湾区和上海
从研发人员密度看，2019年，北京每万人从业人员中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246.7人年，远高于大湾区和上海；从发展趋势看，2010一2019年北京研发人员密度年均增长率达3.1％，较大湾区低2.8个百分点，比上海高1.3个百分点（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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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Springer Nature发布的《自然指数2020》世界科研机构500强（包括高校、科研院所等）的情况看，北京有15家机构入选，高于大湾区(13家)和上海(9家)；从区域所属科研机构实力得分看，北京以2846.37分排名全球首位，远高于大湾区(1436.44分)和上海(1480.48分)。
2.2北京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领先，大湾区地方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占比居首
从研发投入强度看，2019年，北京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6.31％，大幅领先大湾区和上海；从发展趋势看，2010一2019年，北京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持续保持在6％左右的较高水平，总体增长0.62个百分点，低于大湾区和上海的增长速度（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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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财政科技经费支出方面，2019年，北京地方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占地方财政经费支出比重为5.9％，远低于大湾区和上海；2010一2019年，北京地方财政科技经费支出占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大湾区和上海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尤其是2019年两地均有大幅提升，分别较上年提高2.7个和3.5个百分点（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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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北京科学研究产出优势明显，大湾区技术创新产出大幅领先
从第一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情况看，2019年，北京共发表5.9万篇，大幅领先于大湾区和上海；2016一2019年，北京论文发表量保特快速增长，年均增长达6.8％，比大湾区低1.5个百分点，但较上海高1.3个百分点（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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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PCT专利申请情况看，2019年，北京PCT专利申请量达7422件，仅为大湾区的27.7％，是上海的2.3倍；从发展趋势看，2010一2019年，北京PCT专利申请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达20.9％，较大湾区和上海分别高1.6个和8.5个百分点（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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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北京技术合同成交活跃，大湾区产业创新活力和竞争力突出
从技术合同成交情况看，2019年，北京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5695.3亿元，分别是大湾区和上海的2.6倍和3.7倍；2010一2019年，北京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保持了强劲的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达15.3％，低于大湾区(28％)，但是高于上海(12.5％)(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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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看，截至2019年底，北京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5万家，约为大湾区(4.8万家)的一半，是上海(1.2万家)的2.1倍。2019年，北京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约3.8万亿元，不足大湾区(7.8万亿元)的一半，高于上海(3万亿元)：出口总额达1273.1亿元，不足大湾区(14557.2亿元)的十分之一，仅为上海(2972.2亿元)的4成。从新产品销售收入看，2019年，北京规模达5220.2亿元，仅为大湾区的1成和上海的5成；从发展趋势看，北京和上海近年来新产品销售收入规模较为平稳，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2％和3.4％，均远低于大湾区的14.6％，显示出大湾区工业企业旺盛的剑新活力和发展潜力（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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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和大湾区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各具优势和短板。北京原始创新优势明显，科研投入和产出规模遥遥领先；大湾区则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方面呈现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上海科技创新相比北京和大湾区呈现相对稳健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北京在地方财政科技经费投入水平、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与大湾区相比差距明显；大湾区在原始创新能力等方面与北京尚有差距；上海在知识和技术创造能力等方面与北京及大湾区相比尚有一定差距。
本文结合三地各自发展的优劣势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1)北京要进一步加强创新协同，释放更多创新潜力。一是加强创新链、产业链与供应链协同，打通基础研究到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创新，促进创新链向产业链、供应链延伸，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实现“三链”联动发展。二是在京津冀区域内统筹考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与津冀形成“创新源”和“创新腹地”的关系，促进创新链前后联动，在京津冀区域打造形成类似于大湾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和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区域协同创新发展高地。三是进一步强化央地协同支持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力度，支持在京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积极承接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和工程；建立地方财政科技经费支出稳增长的机制，大力支持“三城一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创新功能区建设，打造世界领先的区域科技创新集群。
(2)上海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创新资源集聚与利用，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一是利用上海国际化程度较高和创新生态环境较好的优势，依托上海自贸区等国际化创新载体，吸引更多国际研发机构汇聚上海，推动建立世界级的研发机构集聚区，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二是完善国内外人才管理政策，推动高端人才汇集，针对上海重点发展的产业领域，聚焦顶尖研发人才、高技能人才和高水平管理人才等群体，形成适应创新活动规律的人才培养和配置体系。三是充分依托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实施，在科技创新领域主动作为，与周边城市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协作方面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人才、研发成果等科技资源跨区域流动的能级，在长三角区域打造面向全球市场集研发、制造和服务为一体的完整创新链和价值链。
(3)大湾区要进一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提升创新整体效能。一是进一步加强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创新联动发展，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在三地间自由便捷流动，开展三地科技合作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共建国际化创新平台、联合实验室和研究中心等，加快构建区域协同创新体系。二是在省级政府层面建立大湾区内地城市群的内部整合机制，依托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高新区等创新载体，促进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产业集群，提升大湾区综合竞争力。三是发挥大湾区企业研发投入主体作用，鼓励和引导企业投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政策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与启示——基于1978—2021年

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

（来源：中国科技论坛 段永彪, 郑烨等 ）

摘要:科技创新是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而科技创新政策是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系统指引和制度保障。本文以1978一2021年的44篇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样本，基于扎根理论和内容分析法，对不同阶段的科技创新政策的文本内容和特征词进行梳理，并通过语义网络分析揭示科技创新政策的政府注意力演变趋势和特征，研究发现中央政府科技创新政策注意力转变的三个特点以及演变的逻辑与趋势。最后，从科技创新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政府注意力的变化趋势着手，提出科技创新政策政府注意力分配的政策启示。
0  引言
通过对国内学者有关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梳理发现，其内容主要包括科技政策变迁研究、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研究、政府对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研究等。科技政策变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的发展，科技创新政策变迁的实证分析，科技创新政策的结构比例及其应用等方面。科技创新绩效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科技创新政策对创新资源、绩效的关系，科技创新的成效对区域协同创新情况的评估等方面。此外，部分学者还从政府注意力视角对科技创新政策展开研究，如政府注意力与科技创新人才、创业的波动关系。还有学者分析了上海市科技创新政策的演变。由此看来，学界对于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并基于政府注意力视角进行了一定探索，但目前基于政府注意力视角对科技创新政策演进趋势的研究还十分缺乏。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出台的科技创新政策关注点主要聚焦于哪些突出问题？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注意力如何促进科技创新政策的转变？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注意力呈现怎样的演变规律？本文通过研究将进一步丰富科技创新政策及政府注意力等相关概念和理论，同时，揭示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演变规律和特征，为今后科技创新政策的发展方向以及政府的相关决策提供政策启示。
1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1.1 注意力的理论基础
(1)注意力基础。注意力指人的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某种事物的能力。Simon将注意力与管理学结合发展为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该理论描述了决策者受到各种条件限制，只能在有限理性的状况下进行选择。在大多数组织决策和决策过程中，注意力是一种关键性的稀缺资源。March认为注意力存在竞争分配，决策者的内部因素和环境外部因素都会影响注意力的分配。某种程度上，注意力分配表示决策者在有限条件下的理性偏好，组织做出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到决策者在决策时注意力的影响。美国学者提出注意力驱动的政策选择模型，将注意力与政策决策进行联系，同时解释了政府做政策选择的依据。政府根据最突出维度选择政策，即根据注意力的变化来选择政策。此后，Kingdon提出了“注意力政治”的概念，认为一个政策被提上议程是在特定时刻汇合在一起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在政治源流、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的作用下决策主体注意力的最终锚定。
(2)政府注意力。自1947年Simon发表了《决策者行为：一个在管理组织中决定的过程》一文后，许多学者开始将注意力引入企业管理、政治决策等方面的研究中。例如，William对组织科学中注意视角、注意参与和注意选择进行分类比较。Bevan等从注意力角度分析了政党的组织对经济状况的反应及议会代表团的规模影响。Wai等)通过分析政府行为，探究决策权的分散程度如何影响政府行动流。Bevant将官僚行为模型的见解与政府关注的议程设置模型相结合。国内学者对政府注意力的研究也非常丰富。例如，练宏研究政府注意力的戴帽竞争行为。王印红等考察了我国生态治理问题与政府注意力之间的关系。叶良海等基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失效的问题，提出政策注意力争夺的方法。文宏等通过探讨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注意力的变化情况，阐释了政府决策行为的动态过程。李智超等提出“注意力分层-注意力同步”分析框架，探讨政策执行差异。肖红军等基于政府决策过程的注意力分配，分析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企业社会责任治理的政府注意力演变与社会责任语义网络演化。政府作为多任务集合体，决策者的注意力有限，注意力稀缺在政府决策中不可避免，因此信息量过重和有限理性成为政府决策的两大难题。政府决策者只能对注意力进行重要度区分，而重要度的排序则意味着政府对事情的注意力的分配。当政府的注意力转变时，政府决策也会有不同方向的转变。我国作为典型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具有顶层设计的作用和绝对的权威性，会影响到地方各级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分配。因此，根据政府对某项政策注意力的分配，可以了解当前的政策偏好。本文利用中央政府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系统分析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注意力演变，为分析科技创新政策环境及今后的发展方向提供显性依据。
1.2 科技创新政策维度
科技创新政策的基本功能在于创新资源分配和行为规范、加强关系调控及引导科技创新等，政策工具则是发挥和实现政策功能的重要途径。为了系统分析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科技创新政策内容及注意力演变，本文将科技创新政策分为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两个维度。
科技创新政策的目标维度分为以下四类：科学研究与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技术发展与交流、科技创新与服务。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借鉴Rothwell和Zegveld经典的划分维度，从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三个维度，对科技创新政策进行量化分析。基于以上分析，形成科技创新政策的二维分析表（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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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扎根理论和内容分析法，通过ROS-TCM6对合并后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内容进行分词处理和词频统计，筛选出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关键词，然后将所选关键词分别纳入科技创新具体维度的关键词节点中。借助OSR Nvivo11抓取科技创新关键词语，梳理科技创新的维度并进行编码，通过测量其出现频度等，分析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变化及演变特征。
2.2 数据选取
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是回顾过去一年政府工作，并提出当年工作目标或未来五年及更长一段时间工作计划的官方正式文件，具有纲领性、权威性、指导性等特点。本文选取1978年到2021年的44篇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为研究样本，鉴于中央政府的任期为5年一届，且每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涉及科技创新的内容篇幅有限，因此以5年作为一个基本分析单元，探析中央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注意力演变。
2.3 关键词编码
基于科技创新政策目标、科技创新政策工具两个分析维度，将其作为一级主题。在一级主题的基础上，通过ROSTCM6软件对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内容进行分词和词频统计，选取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关键词，结合政策文本内容中的科技创新相关关键词和相关研究理论对一级主题进行细分，形成二级主题。并逐一阅读其所对应的政策文本内容，经过筛选后建立政策语料库，然后人工提取并形成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科技创新自定义词典，形成三级编码。在此基础上，邀请三位专家分别对关键词与对应维度进行判断，评定等级分为“吻合”“暂定”“不吻合”，其中，“吻合”的关键词直接纳入关键词表，“暂定”的关键词根据政策文本具体语境再次分析后，确定是否进行编码，“不吻合”的关键词直接予以剔除。最终形成本文的科技创新政策编码表（见表2）。


[image: image18.png]#*2 MEUMBREEXRIATE

aHEE st

I REER FBUUE, AU, PO, HOAMEE, FELEE FHERE, RARW. REERE . H
B BT HORUE. HARDL, AR, HARRWE, R, BATE

RS

PR | FHRRD), R, REORG, MR, R SRR R R G, A S

FHASUR, WUFHE, E TR AORRHE RUHAR  SERE, BHOCI, BURHA . BIIER, EMHR, (ki
PN [ R, R, RETE, TARA, RTRA, BRHA, FRIA . BIR, A WA, BAA, P
SR, WREHA, HBREA, RS

RN, SR, WHEER . BARTAE, BALS, BALHE . HATL, QR0 REAK, HAML, FHE

SRR | SRR SRR

EFHA | SR AR, BARIEA, SR AR REER, FOGEA RMEA AR S0

PRI, RERA RS R, HORPER, REROTR., RN, FURLAE, MAIOE BRI, FEOE
MEE | , FEEPA, BARR, BORA, £FHA, XBEAR, MAHRA, RHEA, REHA, GERD. FEEHE,
FRITER. R, A0 RHERS

R | SRR, SR BORTER . P SR LR BOATS | BAKE SR REL, RN R

AKT, FBIAT, AEAR, BRAR, MO, BALH, SRS, HARE, HAEE, HANE, BAT

HARR R, BOREEE, BATR, HARFE, RRAR, BEL), FHRR, AR, el HARBER
s | TRZHE BE SO, R, BRI, R, WIHR, HARBGR . SORSIE, RO, & 1
e | PO REURG RO AL, BT, FHEL MO, SRS RIS, DR R

AR, FEEY

BREGE, BASN, BASH, RARK, UNRE, ARED . HEED. HATHE, S0
HORGI | 1, R, A0, DA, FIRETE, A, TORGIR, BRI, BRAE. AR, OFRE, B
BIFT, GUBNEY, GIONL. GIREIF. QI BISNEN, O TR, SDISL TSI, UG, ol

BRI, SRN, HORTHE, HORKEI, PO, JORBCH | R SRS, SRR % HRPH, AT

SRS | 3 sk, BAMKIE, ST, BARE,

At HEAA HAAA . HANA, FBAR, MEEAR., BEAL ., BAYE, HATE, FHEIE, MM, SEH
o o BERTA, Bk, AHER, RBHEBL

ot | EOHK, PR REER. MOk, FHAON. FUEE, FER . GRS HARR. MG
R R, RS

ERAW | ATRA, HRRMEA, GEEA, HRAEA, WREA, B, i B AR

sy | FEARL IR BOARR. SELRT FHOER RN, HERE HFRE. GFAR, AR, K

FIER. | i wwiue, sk, R Reen

R FEHARBR G, B, FHECCIA , BEONE, FPTRI, PRI, FHOCR, BT, SOOI, RHOY

5, FHEIYL FHDUE, AR, ARG

BRI, DI R AR

WG | B SRR, RS, ST

SR R R

B

S






2.4 注意力测算
通过对选定的科技创新议题计数，经过人工筛选剔除同一政策中重复出现的科技创新政策句子及词频，以此得到科技创新政策在每五年为一个分析单元内的节点数，即每个分析单元内出现科技创新议题的参考点。计算科技创新政策在每五年的节点数占这五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比例，得到每个分析单元内科技创新议题的覆盖率，该覆盖率间接反映政府对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数值（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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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可以看出，1978一2021年政府科技创新政策议题覆盖率起伏波动、螺旋上升，由0.7％发展到0.85％，说明政府在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稳中求进，尤其是1998年后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政策注意力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1978一1997年，中央政府对于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基础科学研究、科技发展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等方面。1998年以后，市场逐渐转变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主体，科技创新的主体逐渐转向科研院所、企业、社会等多元主体，中央政府对于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了自主创新、创新驱动等主题，这种注意力波动上升的过程充分体现出政策制度的弹性。同时，科技创新议题参考点从1978一1982年的391个发展到2018一2021年的210个，整体呈现减少集中的趋势，表明随着社会转型、经济社会结构及国家发展重点领域变化，政府对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及参考点逐渐走向集中，所体现的科技创新内容更加完善，体现出中央政府强化顶层设计，更多从战略层面提出科技创新的发展要求。
3  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演变过程
考虑到中央政府对于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在不同阶段有所差异，本文通过统计各周期科技创新语义网络，描述各个时期政府推进科技创新注意力的演变过程。
3.1 1978一1982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演变
1978一1982年科技创新政策的语义网络中，以技术、工业、发展、科学技术及经济为核心簇(见图1)。从关键词的关联度来看，技术与发展(39)、技术与经济(48)、工业与技术(35)、改造与技术(36)更为紧密，由此可以得出中央政府在当期推进科技创新时的注意力以技术为主。1978年改革开放后，科技发展水平无法满足农业、工业发展的需求日渐显著。与此同时，国际科技实力发展及与科技挂钩的国家发展所带来的竞争紧迫性，让中央政府意识到科技创新是推行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了迫切改变我国科技事业的落后面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应运而生，并作为国家科技创新政策的总战略方针。这一阶段科技创新的主题是科技政策复苏及调整，通过推行所长负责制、合同制和岗位责任制，有意识地促进科技工作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联系，努力解决现代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科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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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983一1987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演变
1983一1987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演变的语义网络中，技术、经济、发展、振兴及人员开始作为核心簇（见图2）。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开始显现。相比于改革初期增加了“人员”关键词作为核心簇，标志着中国科技事业进入以人为本的阶段。这一阶段科技创新发展进入体制改革时期，中央政府在发展技术的基础上，开始促进科技发展与社会经济的结合，引导科技人员的分配流动。从关键词的关联度来看，技术与发展(35)、经济与技术(45)联系相比较于之前更为紧密。因仍处于科技创新恢复重建阶段，政府的科技创新注意力政策还是稍着重于技术发展。但中央政府在1983年同步制定了12个领域的国家技术政策，从多个领域入手国家科技创新发展，逐步形成以鼓励推动重大项目的科技创新计划体系、扩充科技人才的政策体系等多体系全面实现创新。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按作用对象主要集中在科技主体、具体的科技工作和科技发展三个方面。其缺位在于科技创新政策可执行性不足、覆盖面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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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1988一1992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演变
1988一1992年的中央政府科技创新注意力演变语义网络中，以技术、科技、发展与建设作为核心簇（见图3）。从关键词的关联度来看，技术与发展(54)、经济与技术(32)、改造与技术(33)为主要关联特征。这一时期，中央政府提出科技成果向社会发展、经济建设转化，将科技创新的成果与实践逐步结合，并期望将科技创新成果迅速转化为产业化经济，促进经济与科技双向发展，即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中央政府通过推出新的科技政策，改变之前科技创新的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如过于依赖政策手段进行科技创新工作，以此达到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央政府引入高新区、企业孵化器两类载体。这一时期政府的科技创新注意力仍聚焦在科技层面，但注意力导向层面已经转向经济。科技创新趋于实践化，企业科学技术开发与科研机构开始协作，并积极开放技术市场，营造了科技创新、人才创造的良好环境，该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带动了国内部分前沿技术和重点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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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993一1997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演变
1993一1997年的中央政府科技创新注意力演变语义网络中，以技术、发展、科技、改革、经济、结构与建设作为核心簇（见图4)。从关键词的关联度来看，发展与技术(31)、科技与技术(20)、经济与技术(20)为主要的特征关联。这一阶段强调了科学技术在科技创新政策中的定位。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提出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力争国民经济更好地上一个新台阶的要求。1993年中央政府采取促进发展技术市场的路线，进一步激发科学技术活力。1997年中央政府以国家需求为导向，针对基础性研究领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问题等逐一突破，提出了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央政府对科技创新政策的改革，一改之前在科技创新政策中相对封闭、僵化的运行模式，准确把握住国际科技发展的基本态势，将科技带入到快速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同时经济与科技得到迅速发展，通过督促科技“攀高峰”增强了综合国力，科技发展开始从前期的跟随追赶、引进国外的科技创新模式，逐渐转向部分科技领域的原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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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998一2002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演变
1998一2002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注意力的语义网络中，除去原有核心簇，新增了教育、企业、市场及创新为核心簇（见图5）。从特征词的关联度来看，科技与技术(53)、发展与技术(61)、教育与发展(31)、科技与发展(59)、技术与企业(46)、技术与提高(36)、发展与加快(38)等较为紧密。原因在于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变革，政府意识到推动科技创新的根源是培育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以及对创新产业驱动企业和社会市场的关注。1995年中央政府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同时，政府也积极调动当下的科技企业和市场推动科技创新，促进科技资金流动。通过推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吸引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大型科技创新企业及科技创新风险投资机构对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推动中小企业成为创新主体，融入市场经济，并逐渐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科学技术产业化投资机制，优化科技企业及市场的资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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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2003一2007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演变
2003一2007年的中央政府科技创新政策语义网络中，技术、发展、科技牢牢占据核心簇的地位。“建设”这个核心簇得到政府重视，创新、自主、研究、推进及战略也在语义网络中首次跻身于核心簇中（见图6）。从关联的特征词分析，技术与科技(27)、技术与发展(35)、科技与创新(23)、建设与发展(27)、科技与发展(32)为主要的特征关联。2003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以继续推进“十五”计划各项工作为主，加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优化科技结构布局。2006年政府对科技创新政策规划开始以中长期为规划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和重点。这一阶段科技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政府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将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政府以“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为指导方针，强调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发展在发展路径上也以跟踪为主开始向自主创新转变，政府科技创新政策进入战略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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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08一2012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演变
通过语义网络分析发现，2008一2012年政府科技创新政策中以创新、发展、科技、技术、服务为核心簇（见图7）。从特征词关联度来分析，创新与发展(35)、创新与科技(39)、创新与自主(41)为聚焦的关联特征。中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驱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国内劳动密集出口型行业受到冲击，对我国实施自主创新提出更为迫切的要求。中央推出以激励自主创新为主，伴随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政策。为了促进创新专项的发展，中央政府还推出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政府采购等政策，激励各单位进行创新研发。同时，政府在推进科技创新政策时不仅强调政府在发展科技的同时要以创新为首要目标，通过政策激励实现创新，还提出政府出台科技创新政策要加强服务意识，对相关科技企业的建设工作加大扶持力度、主动服务，提高科技创新政策推行的效率，这与中央政府在党的十八大上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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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013一2017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演变
从2013一2017年的语义网络中分析发现，创新成为引起政府最多注意力的核心簇（见图8）。从特征词的关联度来看，科技与创新(43)、创新与改革(26)、发展与推动(29)、创新与发展(49)成为主要关联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始形成新时期跨越式发展的科技战略体系，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率先”为起点，中央政府通过对国家科技创新基地、重点实验室等加强研究条件保障，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引导科技体制的改革，使科技创新的体制更具活力。2015年国务院从“一条主线”“两个统筹”和“四个立足”入手，提出“四个坚持”、创新体制改革及“双创”工作的政策安排，全面发挥政策在科技创新中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扶持“万人计划”专家等做到创业创新“两头开花”。此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是这一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内容，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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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018一2021年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演变
2018年以来，中央政府对科技创新政策的覆盖内容持续深化。中国科技体制不仅结合世界科技发展的状况，而且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创新、发展作为首要核心簇，紧随其后的是创业、战略、技术、科技、人才、推进（见图9）。同时，创新与发展(60)、科技与创新(44)为主要关联特征。这一阶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机遇新挑战，中央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注意力更多聚焦在自主创新和破解“卡脖子”难题上。由于国内某些重要领域关键技术自给率较低，部分新材料和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因此解决“卡脖子”问题要统筹思考，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等加强技术攻关。2018一2020年全国“两会”均提出要提升科技对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新时代下政府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结构与导向逐步融入国内外科技发展及国际关系中，政府关注到高质量的科技创新政策不仅要对标世界科技强国，还要探索适合本国的科技发展道路，向建设中国特色科技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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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探讨
4.1 科技创新政策政府注意力转变特点
(1)科技创新政策的政府注意力由偏态发展向协调发展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政策的政府注意力总体由“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偏态发展态势向“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协调发展态势转变。1978年是科技创新政策新的历史起点，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一1998年科技工作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及产业、加强基础科学研究三个层面的总体部署，同时在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发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这一阶段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呈现出单一集中在发展科学技术、改变技术落后面貌的偏态发展趋势。虽然从当前视角来看，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属于偏态发展，但结合当期我国发展实际，其科技政策制定完全合理。1998一2002年是科技创新政策注意力转变的转折点，中国加入WTO后，面对经济全球化以及综合国力竞争的日益激烈，又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等目标规划，政府在科技创新政策上的注意力逐步向自主研发、培养科技人才、强化战略支撑等协调发展态势转变。2008一2012年是中央政府在科技创新政策注意力转变的迫切期。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加大对科技创新政策中创新、产创结合等方面的支持，自此，中央政府对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逐步形成科技创新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人员建设等多方位协调发展的态势。科技创新政策的政府注意力演进，既体现出要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内外部形势及时调整政策供给，也反映了相关政策体系不断发展完善以及顶层设计的重要性。
(2)科技创新政策的政府注意力投向保持较高水平的平稳渐变态势。根据以上共识图谱的关键词和关联特征分析发现，政府的某些科技创新政策一直在重复提及，如技术、发展、科技、创新等，说明政府在科技创新政策某些方面的注意力一直保持较高的供给水平。其主要原因在于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等提供了重要支撑，成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同时，科技创新领域取得的一系列成果的生动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走中国特色科技创新道路的认识，因此政府注意力保持在较高水平。面对国内外科技升级换代的复杂博弈局面、国内改革的深化以及各方面需求的喷发，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日益完善，科技创新的政策注意力和重点会有所调整。例如，政府对技术发展的注意力早期重点集中在工农业方面，强调通过技术改造服务于工农业，后期逐渐从重视科技发展转向产学研一体化、科技产业化等，进而聚焦到科技与经济社会交互调节。中央政府制定的科技创新政策更多注重创新宏观调控管理，完善财政支持创新力度，支持互联网、电子商务和大数据等技术创新密集产业发展，聚焦自主创新和破解“卡脖子”难题，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综合来看，科技创新政策的政府注意力总体保持较高水平的平稳渐变态势，并随着全球科技创新发展的趋势在逐渐调整。
(3)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当前政府注意力的重心。图10所示为1978一2021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科技创新政策前20位的高频词，其中技术、发展、科技、创新、经济、企业是排名靠前的高频词。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政府首次将注意力放在创新上，目前创新已成为跃居第四位的高频词，表明创新己经成为科技创新领域的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实力、能力、活力稳步提升，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愈发显著，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后，国家聚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鼓励自主创新，全面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成为基础科学探索和知识创新的骨干，科技创新孵化器、众创空间等新型科技服务组织日益壮大，创业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区域创新空前活跃，逐步形成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创新体系。政府对科技创新政策的推进也经历了由“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转变。现阶段，科技创新作为全面创新的主要引领和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赛场，世界大国都在积极强化创新部署，如德国工业4.0战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等，只有强化创新发展能力，才能把握创新发展的主动权。因此，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当前科技创新政策中政府注意力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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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科技创新政策政府注意力转变的逻辑及趋势


中央政府科技创新政策注意力的演变逻辑是全球科技形势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双向互动的结果，体现出政策系统与社会环境双向循环的互动过程。面对世界科技发展迅猛的大趋势，适时调整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加大对科技市场和社会的关注度，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但由于政府前期对科学技术的注意力较为偏态，在科技创新政策中存在诸如政策系统性不强、创新板块和技术板块的投入和产出差距不断拉大等问题。进入21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信息网络、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同时产业升级、城镇化等挑战都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促使政府在科技创新政策方面的注意力有所调整，逐渐完善政策体系和发挥全局视野，加强对科技创新政策中“高精尖”等薄弱板块的关注，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促进发明创造和转化运用等。目前科技创新所带来的高科技产业成果还比较有限，在尖端科技创新、“卡脖子”等问题上仍需继续突破，还需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指导，增强科技创新能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将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转向激励创新、金融扶持，达到度过危机并取得自主创新转变的目的，科技创新体系能够应对更加复杂的经济环境基于上述分析发现，科技创新政策的政府注意力沿着“渐次推进向体系重构”的趋势演进。从前期主要关注基础科学、技术向注重教育、人才、自主创新渐次推进，继而提出构建国家创新体系，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等发展战略，激发科技创新体系的重构。党的十八大以后，政府再次加大对科技创新政策的关注度，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政府对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从“渐次推进”路径演变为“体系重构”。


总体来看，政府在科技创新政策中投放的注意力未来依旧是以创新为首要任务，同时开始兼顾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三角”平衡，强调要发挥政府的战略导向、综合协调和服务功能，继续完善创新政策体系，通过把制度优势和市场因素结合起来，在重要科技领域创造出更多竞争优势；同时要强化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激发社会创新的活力，发挥人才政策效应，培养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进一步加强科技平台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坚定不移地推进开放合作创新。此外，科技创新政策制定应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更有利于保障科技创新政策的推进落地。把握好中央政府科技创新政策注意力演变的逻辑及趋势，是深刻认识科技创新政策注意力演变的重要内容。


5  研究启示
中央政府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发生着深刻变化，因此，需要从科技创新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政府注意力的变化趋势着手，洞悉中央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逻辑，并根据形势预判政府注意力在科技创新中的实践范式。
5.1 面向中国特色科技强国强化顶层设计，打造弹性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制定面临多重考验，强化战略顶层设计仍是推进科技创新政策的重中之重。当前，打造完善的弹性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是着眼全局的战略性变革，要坚持不懈地研究总结科技创新活动中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不断改革加以调整优化；同时要坚持政策评估和政策审计，适时修订和制定政策[]。在战略顶层设计方面，建立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既要形成整合性框架又要体现灵活性，在制定科技创新政策时要积极吸纳专业化人才的意见和建议，做出更贴合时代发展需要的科技创新政策。在创新体系方面，着重强调创新主体间的互动流通，推动科创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同时，对于当前科技创新领域的“卡脖子”问题，应基于我国成熟、擅长的科学技术，并将其作为推进自主创新的窗口，差异化推进不同领域的自主创新政策供给。中央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注意力需要平衡好科技企业的营利性与政府目标的契合度，既要避免政府在政策推进中错失科技产业转化的契机，又要避免科技企业对于国家政策目标的消极应付。
5.2 洞悉科技创新政策变化趋势，推进政府科技创新注意力实践范式
政府注意力是政府阶段性聚焦点的体现，洞悉中央政府科技创新变化趋势，不仅有助于理解科技创新政策的核心，更可以精确把握科技创新政策制定的方向。科技创新政策文本中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趋同性，如不同时期内对科学技术、科技创新的要求等。政府注意力在相同点上不断聚焦，展现的不仅是当期科技创新政策对这一方面的重视，也反映出有些科技创新政策中，政府注意的关键因素可能在落实和执行上存在延迟。中央政府制定科技创新政策作为顶层设计，综合考虑全局，但由于科技创新发展存在区域性和异质性，可能对中央政府科技创新政策注意力聚焦内容的涉及程度区别性较强。因此，运用政府注意力及时发现并协调科技创新政策的落实，以及利用政府注意力调动整个科技创新发展的积极性是政府注意力的重要价值。
充实“三支队伍”力量，完善科技治理体

（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卢阳旭、赵延东等 ）
新时期我国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既要瞄准重要问题、把握关键环节，做到有的放矢，又要体现专业原则，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加快推进我国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加快科技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落实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推动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机制和队伍建设要协同推进，队伍建设跟不上，制度落实和机制运行的效率效果都会打折扣。新时期我国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既要瞄准重要问题、把握关键环节，做到有的放矢，又要体现专业原则，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着力将科技治理制度和机制建设成果切切实实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工作成效。
　　科研诚信治理和科技伦理治理事关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是科技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政府部门和科技界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力加强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建设。与此同时，提高公众参与科学的效能事关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是科技治理的重要内容。因此，着力加强科研诚信监管人才队伍、科技伦理审查人才队伍和科学传播人才队伍这“三支队伍”的建设，既能为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也能有效带动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
对科研诚信监管人才进行常态化培训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充实工作力量；教育、医疗、学术期刊出版等单位完善内控制度；从事科学研究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应将科研诚信工作纳入日常管理。这是对政府和机构加强科研诚信监管人才队伍建设的明确要求。在队伍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发现、认定和处理各类科研诚信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既需要监管人员对相关研究领域和议题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也需要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尊重科研规范、有效依靠科学共同体。因此，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以及教育、科研、医疗等领域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在尽快充实工作力量、建立专职科研诚信监管队伍时，要着力加强队伍的专业能力建设。此外，国家科技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政策和工作协同，尽快建立科研诚信监管人才培养和培训制度，对全国各类从事科研诚信监管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常态化培训，着力提高相关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开展科技伦理审查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行动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对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和主体能力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也对科技伦理审查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紧迫要求。为此，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应尽快发布科技伦理审查程序和规范，为加快全国科技伦理审查体系建设提供基本指引和规范，指导、支持符合条件的机构建立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推动建立区域伦理审查机构。同时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行动计划”，加强对现有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成员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提高其履职尽责能力，着力提高机构伦理审查质量；从科研人员、科技管理人员，以及有志于科技伦理审查事业的优秀青年科研人员中选拔一批人员，对他们进行系统化的科技伦理审查理念、规范和技能培训，并将其充实到现有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和各类新建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当中。此外，还应充分发挥专业学会、协会在科技伦理审查人才培养、资格认证和职业评价等方面的作用。
建立高水平、专业化的科学传播人才队伍
　　在科技与社会关系日趋紧密的今天，在现有科普人才队伍和科技特派员队伍之外，还应建立一支专门从事科学传播、引导公众有序参与科学、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的科学传播人才队伍。一是尽快制定国家科学传播制度和标准，建立国家科学传播专家团；各省（市、自治区）结合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和突出问题建设专业领域分布合理、规模适当的科学传播专家队伍。二是建立常态化科学传播和应急科学传播机制，不仅要做好对公众科学和技术关切的及时搜集和响应，并就科技与社会关系问题与公众进行主动、常态化沟通，而且还要针对诸如疫情防控、“双碳”、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热点议题开展综合性内容的专题性公众沟通活动。三是建立科学、严格的科学传播专家遴选标准和机制，建立专家动态调整机制；鼓励各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就本地科学传播专家队伍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等，加强同高校、科研院所和学会协会等机构的合作，提高人才联合培养能力。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并通过这三支队伍来推动国家相关制度的有效落实、机制的高效运转，将有力推动我国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建设，推动公众更好地参与科学，在促进我国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科技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提升我国科技“软实力”方面产生综合效益，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作。
加快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来源：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孙福全)

   科技创新是现代化进程的发动机，谁站在科技创新前沿和制高点，谁就走在现代化发展前列。加快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加快科技创新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从最初提出“四个现代化”到现在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从来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进程和现实实践看，科技创新是现代化进程的发动机，谁站在科技创新前沿和制高点，谁就走在现代化发展前列。加快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
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世界科技强国的主要标志看一个国家是不是世界科技强国，主要看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是否实现了现代化。现代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那时的现代化是指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即第一次现代化。如今所说的现代化以数字化、智能化和知识化为主要特征，指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即第二次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早在1963年1月，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就明确提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科学技术现代化包括几层含义：一是科学技术水平比肩世界主要科技强国，在一些重要学科方向和前沿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二是从事科技活动的主体具有高水平的创新能力，形成一批世界一流的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三是拥有世界一流的科研团队，包括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大国工匠。四是科学技术面向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建立起现代化经济体系和现代化社会体系。五是科学技术治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实现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适合国情的中国式科学技术现代化我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与发达国家有共同的特征，也应具有与我国发展阶段、制度优势和文化特色等国情相适应的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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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有缩小趋势，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依然艰巨。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既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把主要科技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区，培育科技创新增长极，让沿海发达地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更要发挥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将科技资源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02


二是把人才作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首要资源。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键因素。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究开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人口红利已经转变为人才红利。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人才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人才的政策和计划，人才发展环境大幅改善，人才活力竞相迸发。要把人才队伍现代化作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更加注重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环境，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开展科研活动，搭建集聚全球优秀人才的科研创新高地，打造世界人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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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动力源泉。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是我国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最大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体现在，我国可以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大科技领域采取新型举国体制，通过集中有限资源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快速补齐科技发展短板。同时，在竞争性领域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坚持市场机制与新型举国体制有机结合，不断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主要目标。

04


四是把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作为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方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质量不高，实现“双碳”目标任务艰巨。科学技术现代化必须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重大需求，实现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结合，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当前，部分发达国家科技领先而经济发展停滞，即出现所谓的“创新悖论”，与这些国家科学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脱节有很大关系，这种现象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全方位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需从五方面发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顺利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我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12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必须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补足短板，强化长板，全方位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具体而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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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重组研发体系，推进研发体系现代化。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是推进研发体系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要在重大前沿科技领域加快布局国家实验室，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由稳定型和机动型战略科技力量共同组成的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更加突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成为重大科学突破的策源地。把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特别是战略“卡脖子”技术作为重中之重，在若干重大领域努力成为世界技术引领者。培育形成一批世界水平的特色产业创新集群，打造一批世界创新增长极和创新高地。要打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应用链条，一体化、全链条构建研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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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推进科技治理现代化。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推进科技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工作提出的“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的要求，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能要尽快转变到制定战略规划、完善创新政策、服务创新主体上来。要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和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改革完善科技评价制度，坚持根据评价对象的类型和特点实行分类评价和第三方评价。完善“揭榜挂帅”“赛马”等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式，加强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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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改革微观主体，推进创新主体现代化。鼓励和引导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加强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吸收更多企业家参与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决策，支持企业牵头承担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重大科技项目。鼓励产学研开展战略层面的深层次合作，建立创新联合体。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主体融通创新，形成创新生态链。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支持大学研究人员加强理论创新，探索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派。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继续发挥行业转制科研机构在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骨干作用。社会公益性科研机构要大力提升公益科技服务能力，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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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加强人才开发，推进人才队伍现代化。立足培养本土人才，致力于建立以研究人员为中心的研究环境。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培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和大国工匠。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完善外籍高端人才和专业人才来华工作、科研、交流的停居留政策，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健全薪酬福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税收优惠等制度，为海外科学家在华工作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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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优化创新生态，推进创新生态现代化。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强化科研诚信建设，健全科技伦理体系。弘扬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发挥企业家在把握创新方向、凝聚人才、筹措资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弘扬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广泛开展科学普及活动，加强青少年科学兴趣引导和培养，形成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创新的精神内核，完善试错容错纠错机制，倡导敬业、精益、专注、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
 妥善处理三大关系 系统性、全链条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魏世杰、张文霞、朱欣乐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持续推进，特别是在经费使用、人才评价和成果转化等方面不断扩大自主权，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同时加强了科技监督、科研诚信建设和科技伦理治理。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时期，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关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需进一步化解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体制机制束缚，真正为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减负松绑。这其中，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好三大关系，系统性、全链条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处理好各方关系，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科技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从全局出发，确保多层级、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推进，其关键在于处理好以下三大关系。

1

一是科技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关系。科技创新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其产出形式、业务活动特性、所需要的管理手段和保障条件等都不同于一般行政事业单位。相关部门的行政管理要充分适应科技创新活动的特征和需要，尊重科技管理的规律，减少对科研单位和创新要素配置的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立足“服务创新、保障创新、激发创新”不断改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加强部门行政管理与科技管理制度和政策之间的协调，推动各项改革政策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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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权利和责任的关系。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其前提在于权责一致。政府部门要在下放财权、事权的同时，做好权责匹配的政策设计和组织保障，避免权力下放一点点、责任下放一大片，防止某些基层科研单位因领导害怕担责而把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中层层减掉的环节再层层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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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法”和“减法”的关系。科技管理体制改革需要从全局出发，不能只做“加法”，也不能一味做“减法”，应在做“减法”的同时，在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上下工夫；在充分放权的同时，在监管手段、服务保障、政策宣贯上多做“加法”。同时，对于有利于提高管理效能、增加科技人员获得感的改革措施和改革方向，要保持政策稳定性，坚定不移推动落实。通过开展树立改革标杆、改革案例宣讲、政策评估、获得感调查等方式，打消领导人员顾虑，激发各级主管单位改革积极性。减少直接干预，提升服务能力和监管水平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要系统化、全链条推进，要在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创新主体、创新活动的同时提升服务能力和监管水平。

1

一是建立健全授权免责和监管机制，切实扩大和保障科研单位的管理自主权。主管部门应积极探索“一揽子授权+宏观引导、抽查监管”的管理制度，制定对所属科研单位的全面授权方案和放权细目，将人员聘用、评价激励、经费使用等涉及微观创新要素配置的权利全权下放给机构，切实减少对基层单位的直接干预；同时，加强机构章程管理、机构绩效评价、科研诚信、抽查监管等方面的工作，引导和规范科研单位行为；以行业主管部门为主导，推动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判定标准，明确区分改革创新中的失误与错误、无意过失与违纪违法；同时加强对领导人员的正向激励，引导他们“干事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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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深化科技计划和科研经费管理改革，把科研人员从繁琐的报表和报账事务中解放出来。建议在更大范围推动“经费包干制”和负面清单制试点，进一步下放科研经费预算和使用自主权；制定项目经费使用负面清单，明晰红线，不在红线范围内的都可以交由机构和科研人员自主决定。完善科技计划管理制度，调整综合绩效评价体系，在评价体系中强化创新型指标，并将科研诚信、成果价值作为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绩效评价的重点。在立项评审、中期考核、结题验收以及项目绩效评价、财务报账等科研管理流程中，加强大数据分析、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使用，进一步减少科研人员报表汇交、材料报送和凭证提交等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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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部门协同，一致推进科技管理全链条改革。建议加快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人事管理制度改革，赋予机构更充分的岗位设置、薪酬分配、人才评价自主权；在部分科研单位开展“自主决定设置岗位类型、岗位层级和聘用条件”“自主设立人才考评和晋升标准”等改革试点，探索取消辅助人员比例限制、固定人员编制、固定岗位结构和绩效工资总量核定等，实行人员编制总量控制和岗位聘用、绩效工资总量备案制度；加强科技、财政、审计、纪检等部门间协调配合，优化机构评估和监管方式，推进各项改革措施落地，加快建立更具科学性、包容性、灵活性的科技治理机制；科技领域的审计、纪检等工作要切实尊重科研活动规律，及时调整和更新相关政策，充分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手段，统筹和精简各类检查监督，变直接管理、细节管理为结果管理、目标管理和重大风险管控，建立以结果为导向、以创新为目标的监管机制；引入科学的科研活动责任认定评判机制，对特殊的科技创新活动，组建专家组进行鉴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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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建立评估反馈机制，切实推动改革措施落地和迭代优化。有关部门应建立健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动态监测和反馈机制，积极回应科研单位、科研人员的关切，及时反馈有关意见建议，定期对改革措施的实施情况、成效和问题进行综合评估；建立面向科研人员的“获得感”调查机制，把科研人员的获得感状况作为政策调整改进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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